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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财政收入行为是财政法学研究的一个全新领域，也是财政法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基于宪政与人权的视角，运用财政学与法学关联分析、价值分析与实证分析等多种方法，集中围绕财政收入行为可以是什么、应该是什么和如何是什么等三个方面的问题，对财政收入行为及其调制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和探讨，勉力建立我国财政法基本的财政收入行为概念体系。

全文共分为三章：

第一章采用比较借鉴财政学、行政法学和民法学的研究成果，在立足财政法学综合性的基础上，提炼出财政收入行为基本的概念范畴，并作了区分于民事行为和一般行政行为的理论阐释，同时对其要件和效力进行了简单探讨；

第二章从财政法的法渊源和法价值出发，对财政收入行为的调控原则作了三个层次的理念透析，指出民主宪政、行政法治和财政平衡是财政收入行为的基本调控原则；

第三章从具体分析的角度入手，对财政收入行为的几种典型形态，即税收收入行为、规费、受益费收入行为、政府性基金收入行为和公债收入行为等的法律规制作了理论层次和规范意义上的探讨。

关键词：财政收入行为  概念构建  调控原则  法律规制



Abstract

Fiscal revenue behavior is a brand-new domain in the research of fiscal law as well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in fiscal law theoretical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titutionalism and human rights, this paper concentrates on the questions of what fiscal revenue behavior can be, what it should be and how to be. Using the methods of relevance analysis between finance and law, value analysis and empirical analysis, the author tentatively researches and explores fiscal revenue behavior and its modulation, taking efforts to establish the basic fiscal revenue behavior conception system.

The whole paper is divided into three chapters:

In the first chapter, the author, basing himself upon the comprehensive nature of fiscal law, draws on the research production in finance, administrative law and civil law and extracts the basic concepts in the domain of fiscal law behavior. The author also gives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of the differences among administration behavior, civil behavior and fiscal revenue behavior and briefly explores its constitutive requirements and banding effect.

In the second chapt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origin and the value of fiscal law,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modulation principles of fiscal law behavior in three levels, which are democratic constitutionalism, administrative law and financial balance.

In the third chapter, the author analyzes several typical forms of fiscal law behavior in particular, such as tax revenue behavior, Gebühren and Beitäge revenue behavior, governmental Sonderabgaben revenue behavior and bond revenue behavior, and explores their theoretical and standardized meanings.

Key words: fiscal revenue behavior; conception construction; modulation principle; legal regulation


目  录

中文摘要

英文摘要

1引  言


4第一章  财政收入行为的概念构建


4第一节  财政收入行为的法律界定


4一、财政收入行为的范畴提炼


6二、财政收入行为的概念辨析


10三、财政收入行为的法律特征


11第二节  财政收入行为的基本分类


11一、财政收入的财政学分类


12二、财政收入的财政学分类之法学解析


14三、整理与构建：财政收入行为的法学分类


17第三节  财政收入行为的要件与效力


17一、合法性的问题


18二、财政收入行为的构成要件


21三、财政收入行为的法律效力


24第二章  财政收入行为的调控原则


24第一节  民主宪政与财政收入行为调控


25一、财政民主是财政收入行为合法产生的制度前提


26二、权力制衡是财政收入行为合法运行的机制基础


28三、人权保障是财政收入行为合法实施的价值追求


30第二节  行政法治与财政收入行为调控


31一、公共权力限制是财政收入行为依法调整的基本内核


33二、公共利益促进是财政收入行为依法调整的实质要求


34三、正当程序约束是财政收入行为依法调整的具体表现


36第三节  财政平衡与财政收入行为调控


36一、财政收入行为调控的合理性与正当性


38二、财政健全与财政收入行为的合理性调控


40三、财政平等与财政收入行为的正当性调控


43第三章  财政收入行为的法律规制


43第一节  税收行为的法律规制


44一、税收法定主义的约束


45二、实质课税原则的适用


46三、税收基本法律的制定


47第二节  规费、受益费行为的法律规制


48一、受益负担原则的约束


49二、费用理性主义的提出


51三、税费区分之规制层级


52第三节  政府性基金行为的法律规制


52一、政府性基金的不确定性


54二、抽象层面上的法律约束


55三、具体性规制原则的展开


57第四节  公债行为的法律规制


57一、公债规制的法理问题


59二、财政健全原则的展开


60三、经济周期的公债规制


62结  语


64参考文献


71致  谢




引  言
——财政收入行为理论的缘起

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也使得法学研究思维范式发生观念变迁，突出的表现是统一的公法学研究开始变得必要和可能。现代公法的地位、作用、功能和结构发生了越来越深刻的变化，以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自由与秩序等为主要内容的核心范畴得以建立，以公法主体、公法关系和公法行为等为基本要素的核心范畴也得以展开。
公法学研究开始不再拘泥于狭隘的宪法、行政法和诉讼法等的严格分野和学科阻隔，而围绕和集中于特定研究领域和特定调整范围进行规范分析和法律评价。
财政法学研究则是统一公法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其中的统一行为理论研究，则是在现阶段财政法学注释法学解构模式和权利义务分析方法基础上的进一步探索。

财政法学作为公法学之一重要组成，最初形成于但此后又相对脱离于传统行政法学。传统行政法学认为，财政作用的目的在于为行政作用提供财源上的根据，本质上并没有独立的存在价值。换言之，行政作用因以有财源根据为当然之前提要件，但此种财政作用只不过是一种技术性、机械性资金提供作用，因此财政作用只是一种完全从属于行政作用的“行政作用”和“前提作用”。有鉴于此种附属作用的内部行政性格乃至外观上的“非权利的给付性格”，长久以来，财政法学逐渐被摒弃于狭义公法学的核心领域之外而未能发展成独立之学问领域。
而此后的趋势是，广义财政法中的税法先是脱离于民法，尔后又靠拢于民法，再后又与民法一起统一于宪法秩序之下，
这种趋势以及财政地位的日渐高涨和财政法诸领域的不断开拓，使得统一财政法理论研究的出现和深入成为必要和可能。

二战以来，随着国家机能不断扩张，行政作用日趋复杂化与多样化，财政规模随之大幅膨胀，此种“量”的变化，终致迫使各方不得不正视财政规范之“质”的转变问题。财政作用日益展示出其独立的功能，并突出其权力性和公共性的两面特征。
现代财政一方面在财政管理以及财政支出作用领域，其隐藏之权力性日益彰显；另一方面，在财政收入作用领域，却显示出的权力性却有日益隐晦的趋势，此实为现代财政之一大特征。
相对应，公共性作为财政权的基本规制理念，对其权力性做了适当的调整和约束。财政收入事项不外税收、费用和特别基金等几类，但其合法依据却在于公共财政权力的正当行使，相对应财政收入行为也必然须得到法律的约束。此种背景下，抽象于各类政府财政活动之共性的财政行为理论，在财政法学上便具有了重要的意义。

财政行为是财政法学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概念。从财政行为入手,可以探讨财政行为的主体、结果、责任及补救等财政法的一切问题，并由此构建一个以财政行为为核心，以财政活动过程为纽带的财政法学体系。财政行为可以分为财政收入行为、支出行为和管理行为，其中支出行为更多地集中于技术事项和趋向于具有民法特征，管理行为则更多地立基于一般的财务处理和抽象于具体的行政运作。
而其中，只有财政收入行为才直接涉及公权力和私权利、财政权和财产权的冲突与协调，才紧密关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政府行为和市场行为的整合与互动。在大陆法系中，财政收入行为研究主要是以公课理论为基础，并运用公法学的基本原理，将促进公民权利保护和国家永续发展作为价值目标。
而在英美法系国家，由于其不成文法和判例法传统，没有特别的财政法理论体系，相关理论学说实际见诸于财产法和侵权法领域。

财政法学上的财政行为必然有别于民事行为和一般意义上的行政行为。财政行为与民事行为的区别在于行为主体自治性的有无以及意思表示效果被法律认可的程度。财政行为与一般行政行为的区别则在于行为主体意思表示空间的宽窄以及客观效果之法律影响的侧重。财政收入行为作为最具权力性和公共性的财政行为，在分析脉络和研究路径上可作如下展开：一是财政收入行为的概念范畴，即分析财政收入行为的基本构成和法律意义；二是财政收入行为的价值分析，即对财政收入行为的深层动因和权力性格进行法学维度的解构；三是财政收入行为的规范研究，即采取哪些法律原则和规范制度去约束财政收入行为的实施。


第一章  财政收入行为的概念构建

第一节  财政收入行为的法律界定

一、财政收入行为的范畴提炼

任何一门成熟的法学学科，都应有自己的行为理论。行为理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法律的直接功用与目标，就是规范人的行为。与此相关，法律主体的行为，涉及到法学研究的逻辑起点——调整对象问题。如果对调整对象做“直接”与“间接”的“二分”，则人类行为可能会被认定为法律直接的调整对象，而在人类交互行为的基础上所产生的社会关系，可能会被看作法律间接的调整对象。
事实上，对人类行为的重视，本身就是法学研究的传统，正是源于对行动的不同分析与解构，才形成了多样的法学研究方法和法学理论。
因此，法学研究在重视规范研究的同时，还应关注对主体行为的研究。

在广义的法律行为中，是否可以或者能够提炼出一类特定的“财政收入行为”，或者说，在财政法学上可否提炼出“财政收入行为”这一范畴，对于财政法学上的行为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对于整个财政法学理论的完善，都是非常重要的。而要提炼出“财政收入行为”，就必须能够说明其在逻辑上的独立性、理论上的自足性和实践上的必要性。在逻辑上讲，财政收入行为作为政府为提供公共职能所需取得收入的行为抽象，在归纳和演绎两个面相上可以成立，并取得其不同于其他非收入行为或收入行为的可归纳性和独立性。在理论上讲，不同社会关系的形成，实际上是立基于或受制于主体的行为。而行为理论本身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概念、观点和学说，而在财政收入领域上对其行为进行一定基础上的提炼，是具有可界定性和自足性的。在实践上讲，财政收入事关公民基本权和国家永续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法学蕴涵和社会意义。而财政收入行为的提炼则是贯穿和支撑这一事项和过程的理论标度，所以实践上财政收入行为理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尤为显著。

基于前述对法律直接功用的认识，可以认为，财政收入法的直接功用，就是规范财政收入法主体的行为，并且由此来调整主体之间的财政收入关系。如同对财政收入权概念的理解一样，对财政收入行为概念的认识也可能会歧见纷呈，因而作出明确界定或定义自然较为困难。这也可能是财政收入法上行为理论长期被搁置的一个重要原因。财政收入行为同财政收入权的行使直接有关，财政收入权的法理基础和具体内容都对财政收入行为理论产生重要影响。

财政收入权作为财政权的一个重要组成，其来源、性质和结构对界定财政收入行为具有基础性的作用。从财政权的来源来看，财政权不是天然就存在的，而是来源于纳税人的授予。基于此，财政收入行为的意思表示要素和法律实效要素则必然应得到公民和纳税人的法律授权。从财政权的性质来看，财政权本身没有独立的目的，它只是一种履行义务的手段。为了使财政得以完成其职能，必须赋予其相应的权力。在这个意义上，财政收入行为是一种在程序和实体上受到限制的羁束财政行政行为。从财政权的结构来看，财政权包含财政收入权，财政支出权和财政管理权，而其中财政收入权是财政支出权和财政管理权的法理前提和存在基础。这样财政收入行为在学理逻辑和权力供给上就具有了先导性和前置性的特别意义。

尽管财政法是一个综合法律部门，但这并不影响财政法学成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
而植根于此种命题之下的财政收入行为理论，一方面需要借鉴其他传统法学的已有研究成果，特别是民事法律行为理论和行政法律行为理论的精髓实质；另一方面也要结合财政法自身特点，在行为的特征、要件和效力上作出有别于和独立于相关行为的基础性研究，并藉此构建财政收入行为初步的理论体系。财政运作和财政活动中的各种措施和行为之抽象意义，只有在法学理论上进行深入挖掘和特色创新，才可能使得这些运作过程和财政活动进入到财政法学的理论视野，从而进一步由此而纳入到财政法治的轨道中来。也正是在这个角度上讲，财政收入行为的概念提炼才具有规范意义和实证意义上的法律价值。

当财政收入行为的范畴提炼由可能性变成为现实性时，财政收入行为的概念界定就成为认识和解读财政法收入行为理论的必要任务和基础。尽管在一个综合的、抽象的和尚待进一步完善的财政法学体系中，对某一法学概念和范畴进行提炼已经是一件比较困难和风险较高的事情，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提炼和概括不能继续，因为这样一种尝试性的铺垫工作本身就具有财政法行为理论上的资料整理的性质和必要。同时，从理论和实践发展的需要来看，确实需要建构财政收入法上的行为理论，需要对众多的财政收入法主体的行为实施有效的规范和限制。这种现实的问题和客观的需要，则是建构和展开财政收入行为理论的最大动力源泉。

二、财政收入行为的概念辨析

法律行为理论起源于民法学，法律行为概念和系统的法律行为理论均始自德国。民事法律行为制度在德国民商法总则中首先被确立，统辖着合同法、遗嘱法和婚姻法等具体的设权行为规则，形成民商法中不同于法定主义体系的独特法律调整制度；作为抽象观念，它又以系统完备的理论形态概括了民法学中一系列精致的概念和原理，形成学说中令人瞩目的独立领域。此后，这一概念为各法律学科所普遍关注，也相应地在法理学、行政法学中形成相应的概念。站在比较分析和价值分析的角度，研究和辨识财政收入行为，首先需要从与相关法律概念的关联和区别开始着手。对财政收入行为与法理学意义上的法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行政法律行为的关联与区别展开讨论，于廓清和明晰财政收入行为概念基础和理论前提尤为重要。

（一）财政收入行为与法理学意义上的法律行为

在法理学上，法律行为是一个涵括一切有法律意义和属性的广义概念和术语，是各法律部门中的行为现象的高度抽象，是各部门法律行为与各类别法律行为的最上位法学概念和范畴。
法律行为具有社会性、法律性、可控性、价值性的特征，在过程上可以分为发动阶段、实施阶段和完成阶段，并在结构上可解析为内在（主观）方面和外在（客观）方面。
 这种一般意义上的法律行为是财政收入行为得以提炼和建立的理论基础，暗合和映射了法律行为在一般行为中的提炼对应于财政领域的行为在财政法学理论中的建构。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法理学意义上法律行为的存在，那么财政收入行为的法学提炼将变得不再可能。

财政收入行为首先是法律行为的一种，这是勿庸置疑的，否则财政收入行为无法进入法律评价和法律调整的范畴。在逻辑层面上讲，财政收入行为作为对财政活动的一种法学意义上的本质抽象，是统属于和内含于法理学上法律行为范畴的。但是，财政收入行为也和此种意义上的法律行为有着诸多的非种属基点上的不同和差异。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在理论产生时间上，一般法律行为的概念尽管脱胎于民事法律行为范畴，但是依然是在18世纪得以产生；而财政法律行为则是在民事法律行为、行政法律行为理论均得以完善的晚近才进入学术界的视野。其二，在行为结构分解上，一般法律行为仅只具有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两重要求，但财政收入行为在此基础上还应加上权力性方面的要求，尽管财政收入行为不要求以法律授权和权力合法性为自身存在之必要。其三，在概念内在属性上，一般法律行为并不必然区分公法行为和私法行为，也不在行为的功能取向上作出研判，但财政收入行为基于其公法行为的特定属性，内在地有着公共性的本质要求，这也是由财政作用与财政权力的基本属性影响和决定的。

（二）财政收入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

民事法律行为一般是指民事权利主体所从事的，旨在规定、变更和废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此种私法上的法律行为理论，具有深厚的理论积淀和悠久的文化特征。按照《德国民法典》上的界定，（民事）法律行为是指一个人或多个人从事的一项行为或若干项具有内在联系的行为，其目的是为了引起某种私法上的法律后果，亦即使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发生变更。
而就民事法律行为的本质而进行定义，则谓（民事）法律行为者，是指“以意思表示为要素，因意思表示而发生一定私法效果的法律事实”。
可见，民事法律行为的基本内核是意思表示，目的指向在于发生一定私法效果。在此一点上，财政收入行为尽管不排除财政法主体一定程度上的自由裁量，但是公法与私法的基本界限却也是民事法律行为和财政收入行为的不二沟壑。

展开而言，民事法律行为与财政收入行为在诸多方面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其一，在功能价值取向上，民事法律行为意欲在于实现私法自治，尽管可能这种私法自治受到了学者们的一些批评。
财政收入行为则期望在私法自治的先定约束下，实现某种税捐和费用的特定负担，以达成某种程度上的负担正义。
其二，在行为构成要件上，民事法律行为的构成要件至少包含私法上意思表示和表示行为两个基本要素，而仅以简单意思实现为例外。
财政收入行为的构成要件则在于正如后面所要详述的权力授予和权力裁量两个法源依据，而以法律保留作为其行使界限。其三，在外在表现形式上，民事法律行为涉及事项宽泛而细致，法律界限是不侵犯公共秩序，财政收入行为涉及事项则主要集中在与行政给付有关的领域，其法律界限是不非法侵犯私益空间。其四，在理论层次结构上，民事法律行为以意思表示为核心精神，在下位法中有物权行为和债权行为等的理论展开，而对财政收入行为而言，则只是在认同财政权的合法存在的前提下，按税捐、费用和特别基金抑或广义收入所包含的国债收入等特别收入的类别化下进行行为理论的梳理和构建。 

（三）财政收入行为与一般行政行为

行政行为的概念来自法国，1826年以来经过学理上的发展，逐渐在立法中取得了重要的地位。1945年的军事政府法令第25条第1款规定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在公法领域中处理具体事件而采取的处分、决定、命令或者其他措施”。该定义亦被德国行政程序法所吸收，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规定：“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为处理公法事件而采取的，对外直接产生法律效果的任何处置、命令或者其他高权性措施。”
我国通说也承继这一定义方式，认为行政行为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依法实施行政管理，直接或间接产生法律效果的行为。
独立的财政法脱胎于传统行政法，其行为理论也必然地继受了行政法上的行为理论。财政收入行为与一般行政行为在种属关系上，可以认为前者是源于后者并在广义上属于后者的一种子项，在本质意义上都是基于授权为公民设定一个具约束力的具体规范（负担或授益），在构成要件上也存在类似之处，都包括主体要素、职能要素和法律要素等等，但是财政收入行为更为强调财政权力先行存在的前提性、财政之于行政的基础性和现代国家财政行为的政策性。

进一步阐释之，一般行政行为在如下几个层次上与财政收入行为有着显著不同：其一，在理论构建基点上，一般行政行为在行为作用的层面上被称为功能意义上的行政（lanotion fonctionnelle de l’ acte administratif），也即是依据行政法院的判例产生的理论。其意义在于证明行政行为是行政活动的法律手段，用于证明一定的法律效果。
而财政收入行为的提炼是在现代国家财政作用的日益增强的背景下，而对财政权的基础性和财政法的独立性进行反思而进行构建的，财政收入行为是正向的归纳，而非逆向的演绎。其二，在行为法源依据上，一般行政行为更多的是基于宪法规则和法律技术上的授权，相应涉及公民权的面宽广而庞杂，行为的法源分类也有诸多法令；而财政收入行为则更多的是基于宪政法理和公民人权的实现，相应的关注点只是集中在公民权的核心即财产权方面，行为的法源分类也比较集中。其三，在外在表现形式上，一般行政行为基于行政行为的单方意思表示，除极少数特别事项外，无需经过议会的专门授权，具有极大的行政裁量性；而财政收入行为基本上均基于法律的授权或议会的通过，遵循严格的法律保留原则，财政收入行为作出过程中的自由裁量空间很小。其四，在内在要素构成上，一般行政行为一般将具体性要素、处理型要素和效力的外部性作为基本构成；
而财政收入行为则并不以行政事项的具体性和行政方式的处理性为必要，它更多的是表现为给付事项的财政公益性和财政规则的直接执行性。其五，在相互依存关系上，行政权力一般须以财政权力的先行存在为基础，
一般行政行为往往需要以在先的财政收入行为作为资金支撑，财政收入行为则往往是对后来将要发生的行政法律行为提供财源保证。其六，在体系发展格局上，随着行政作用的功能定位逐渐实现向公共服务性质的转型，行政模式逐渐趋向于从压制型过渡到回应型，
一般行政行为的理论体系也开始把重心放在行政合同、行政指导等柔性行政法律行为上；
而财政收入行为则是朝向完全相反的发展路径，财政收入行为中的目的性税捐收入行为和特别基金收入行为体现了一种在严格法律保留下的政府自由裁量权泛化态势，
显然这不是以公民对财政收入事项的直接参与为基础和必要的。

三、财政收入行为的法律特征

财政收入行为作为财政收入法上的基础性概念，对其进行理论研究必然要求从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去对其法律特征进行把握和理解。对于财政收入行为的界定，亦可以从法现象和法本质两个层次来进行阐释和归纳。就法现象层面也即财政学视角而言，财政收入行为可以表述为是指财政主体所为，基于公共产品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以取得财政收入为目的，旨在实现财政职能的行为的总称。就法本质层面也即法学视角而言，财政收入行为则是指国家或地方公法团体基于租税国家之行政给付的基本原理，而在公财政权与私财产权中取得均衡的法律事实。

从外在表现来看，财政收入行为的财政学特征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进行理解。其一，财政收入行为的行使主体也即财政主体是政府机关和特定组织。此种主体包括各级政府和行政机关，依法律、法规授权行使政府财政收入权的相关政府机构和特定组织。其二，财政收入行为的理论依据在于公共产品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此两种理论的要点在于，政府是否需要和怎样提供公共产品给公民和市场主体。其三，财政收入行为必须以取得财政收入为目的。这是由财政收入行为的质的规定性决定的，否则这种持有而不归入的行为实际上只是财政管理行为。其四，财政收入行为的目的在于实现财政职能。财政的三大职能通常是指资源配置、收入调节和稳定经济，
财政收入行为的这一特征使其区别于一般政府非财政资金使用行为和财政机关内部的财政管理行为。

从内在构造来看，财政收入行为的法学特征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进行阐释。其一，财政收入行为的权力主体是国家或地方公法团体。不仅包括行政主体，还包括立法主体和司法主体，这是由权力的不可分割性决定的。
就公法团体而言，其存在的目的应在于行使行政职能或提供公共服务。同时还应提到的是，财政收入行为的义务主体是自然人和社会组织。其二，财政收入行为的理论基础在于行政给付的基本原理。这里的行政给付应作狭义层面上的理解，取得行政给付的对价即是一种公法上的金钱给付义务。这种义务的理论立基点在于，国家虽处上位地位，但亦要受较严格之拘束。
其三，财政收入行为的功能取向是在公财政权与私财产权中取得均衡。基于此，财政收入行为在以取得财政收入为主要目的的同时，还应贯彻受益负担和量能负担的基本原理，以及捍卫纳税人权利保护的基本立场。其四，财政收入行为的基本属性是一种法律事实。因法律行为的作成得发生一定权利或法律关系的变动，所以财政收入行为在本原意义上是一种法律事实，自无疑意。这种法律事实以财政收入行为的产生和实施为前提条件，并作为其行为在公法上的后果而成其为一种必然的事实状态。

第二节  财政收入行为的基本分类

一、财政收入的财政学分类

欲对财政收入行为的分类作一个逻辑上和整体上的把握，则必须先将目光投射到其赖以立基的财政学前提之财政收入的分类。在财政学上对财政进行理论上的分类，其价值意义一方面在于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财政收入进行研究，另一方面也在于这种分类方式可以为财政法学的研究提供财政学上的统一概念和基础范畴。财政学层面上的财政收入概念与财政法学上的财政收入概念是理应具有共同性和一致性的，这也为财政收入行为的财政学和法学关联分析研究方法提供了技术上的和学理上的可能。

在财政学上，财政收入或曰公共收入可分为广狭义两种，就狭义而言，仅指包括在通常概念下的那些定期收入，就广义而言，是指一切进项或收入,包括公共借款和出售公共财产之收入。广义上的财政收入包含哪些具体种类，财政学学者们有不同理解。如有的学者认为，可按收入的持续与否，将财政收入分为经常性收入和临时性收入。经常性收入是指在连续财政年度可以获得的收入，包括税收、公共收费、公有财产收入和公共企业收入等。或按收入来源渠道将财政收入划分为直接收入即政府凭借所有权取得的收入和派生收入即政府凭借政治权力取得的收入。还可以按照是否依据权力可将财政收入划分为强制收入和非强制性收入。

还有的学者认为广义的财政收入包括强制收入（租税、战争赔款和罚金等）、代价收入（公产与公业收入等）和其他收入（专卖收入、捐献收入等）；
有的学者则认为公共部门的收入包括租税、使用人费或商业性收入、行政上收入和公债四类；
也有学者认为财政收入可分为税收和其他收入两种，其中后者又可分为规费收入、事业收入和外事服务收入、固有资产管理收入、罚没收入等。
还有学者根据我国具体国情，认为政府收入分为预算内收入、预算外收入和非规范收入（或称“非预算收入”或“制度外收入”）。
 
从一般意义上财政研究的角度考虑，通常是按政府的收入形式，也就是政府采取什么方式获得收入来划分财政收入。这样，财政收入可划分为税收、费用、特别性基金、公债收入、国有资产收益和其他特定收入。而在财政学理论上，对于公债收入和国有资产收益是否属于公共财政收入的体系范畴或曰存在一定的概念独立性，还是存在一些争议和质疑的。
公共财政的要求在于政府应当基于提供公共产品和克服市场失灵两大职能而向私人获取资财，在这个角度上，对财政收入的界定上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财政收入包括税收、费用、特别性基金三类，广义的财政收入则还包含公债收入和国有资产收益。应当指出的是，基于公共财政的内在要求，公债收入应是基于公共建设的需要而发行，国有资产收益应是存在于非竞争性和自然垄断性领域。考虑到我国国有资产的特殊性，一般在财政收入体系中也有作特别探讨的趋势。至于其他特定收入，则因其不属经常性收入同时所占收入总额之比例不大，所以研究时往往是单独列名或简要讨论即可。

二、财政收入的财政学分类之法学解析

为了对政府财政收入行为的存在基础有一个综合性和体系性的了解和认识，首先应当对国家财政收入体系有一个鸟瞰式的透视和把握。我国内地立法上对财政收入体系并未有作出规定，财政法学理论上也尚未进行实质性研究，而仅只在立法研究上有过相关的理论成果。
我国台湾地区“财政收支划分法”则对国家财政收入作出了具体而明确的规定。该法第二章“收入”，共分十节，在其附表一收入分类之“中央”收支部分，将第八节中捐献及赠与收入与其他收入，均独立列项，共计12类：（1）税课收入，（2）独占及专卖收入，（3）工程受益费收入，（4）罚款及赔偿收入，（5）规费收入，（6）信托管理收入，（7）财产收入，（8）营业盈余及事业收入，（9）协助收入，（10）捐献与赠与收入，（11）公债及赊借收入，（12）其他收入。

另外，又依台湾地区“预算法”第22条之规定：“政府征收赋税、规费及因实施管制所发生之收入，或其他有强制性之收入，应先经本法所订预算程序，但法律另有规定者，不在此限。”是以“财政收支划分法”12类收入，又可大致分为须经预算程序之强制性收入与非强制性收入两大类。前者也可称为经济活动收入，包括财产收入、营业盈余及事业收入、独占及专卖收入、赊借收入等等；后者则可称为基于统治权收入，为其余基于公法而生之收入。包括租税、规费，受益费及特别公课（Sonderabgaben）。

通过对德国法上之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体系与立法划分上的财政收入体系的比较，不难发现，以公法上金钱给付体系为基础，藉借权利义务的要素构成，可对国家财政收入进行符合法学表达习惯和思维模式的整理和重构。德国法理论从国家财政权和公民财产权两个角度提炼出两个高位阶的财政法学概念——强制负担（Zwangsbeitrage）和公课（Abgabe oder Auflagen）。此实为一体两面之定义，强制负担者指强制人民使其所分得之负担，公课则指公权力所赋课征收之收入。
而一般意义上的公课，则是指国家及其他公法上团课，基于财政高权而强制征收之金钱给付义务。这些税以外之公课，包括规费、受益费、公法团体会费、其他财政公课（如平准金）及社会保险费。

有学者依据德国公课体系的构成，厘清了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的基本类型和特征。依Dieter Birk的归纳，公课的上位概念，是公共负担。其将公共负担分为给付义务和容忍义务；容忍义务的公共负担，例如联邦空气污染防制法第十四条。给付义务的公共负担，分为金钱给付义务与自然给付义务；自然给付义务的公共负担，例如兵役义务。金钱给付义务的公共负担，分为公课与制裁；制裁的金钱给付义务，包括滞纳金、怠报金、怠金等。公课的金钱给付义务，区分为公共财政需求的目的与非为公共财政需求的目的；非为公共财政需求目的的公课，例如投资辅助公课、扼杀性公课。为公共财政需求目的的公课，分为非对待给付与对待给付；对待给付的公课，指受益负担，包括规费及受益费。非对待给付的公课，区分为公法团体一般财政需求的目的与为特别财政要求的目的；税捐系为特别财政需求的目的。

需要指出并说明的是，以上依凭国家与公民之间权利义务关系所述之公法上的金钱给付义务，实与私法上债权是有者显著区别的，以公权力角度而言，租税与其他公课及私法债权债务关系有三点主要不同：其一，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债权人为公共利益之维护者，依量能原则处理金钱给付义务关系，并依有利于义务人的原则解释债权关系；其二，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相对于债务人（人民），债权人（国家）则处于公权力主体地位，往往依单方之意志而为之，并在债权执行中可不依赖于第三者（法院）；其三，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关系中，国家虽居于上位，但亦受严格的约束。租税（其他公课亦然）债权债务关系的产生与施行，均应受宪法、法治国家原则（公民基本权保障、平等原则等）所约束。
 

三、整理与构建：财政收入行为的法学分类

对财政收入法体系进行理论分析和法律研判，需要以财政理论和实务中的财政收入构成为基础。但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观点与内地财政理论及实践之现实体系并未有直接和密切的关联，所以就内地而言，财政收入法的体系的归结似乎应仍依财政实务习惯而定。另一方面，站在比较法的立场上，财政法学研究为法理论体系的构建计而借鉴各国先进经验也是大有裨益的。德国法上的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作为大陆法系公法的理论典范，对于财政法要素的设计和构建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只是在当前我国财政法体系尚未成熟建立的情形下，在立法中完全借鉴和引用德国法的概念和作法，似乎条件并不成熟。我国现行财政法体系还是以税收、费用和其他财政收入为内容基础进行展开和分解的，但这并不影响内地财政法学者在研究财政收入法时借用相关概念和理论，以实质意义上的给付义务为基础，对公法上国家与人民之间的金钱给付关系进行符合内地财政习惯和法律传统的解读和评价。

财政收入行为是对财政学意义上财政收入活动的法学抽象，相应的法学分类在内在依据和产生基础上与财政学上的财政收入的分类一脉相承和互为因果。但是在法学分类方法上。财政收入行为的分类更多的是考虑权力来源依据、权利义务配置和意思表示内容等诸方面，这里初步考虑将财政收入行为按以下几个标准进行基本的法学分类。需要指出的是，财政收入行为的法学分类并不仅仅局限于此。

（一）按财政收入行为的权力性因素将财政收入行为分为强制性财政收入行为与非强制性收入行为

国家通过财政取得公共收入，一是基于强制性的公法上收入取得，二是基于非强制性的私法上收入取得。前者如国有土地及其财产收入、国有企业收入，赊借收入，等等，一般只作补充财源或其他经济、社会政策之工具。而在私有财产制国家。国家公共收入大半出于公法上强制性收入，也即前述所指基于公法上之金钱给付义务，或谓之“公课”。此种强制性公课中，有以国家之对待给付（服务）作为对价之规费；有以公共设施之花费，由受益者负担，为受益费。两种费用之不同，在于不论其个人事实上是否利用或受益，因该公共设施之兴建，提供其利用有受益可能性。除此之外，强制性收入还包括租税，即非依特定的国家具体服务而为衡量（利益说），乃按义务人之负担能力为基准（能力说）。
是故，强制性财政收入行为又可再分为对价性财政收入行为和非对价性财政收入行为。前者包括规费、受益费等，后者特指租税。 

（二）按财政收入的权力来源依据将财政收入行为分为中央财政收入行为与地方财政收入行为

在中央或地方权限划分中，财政权大抵包括立法权、行政权与收益权。
按司法权多为中央专属权，不宜分割划分，因其具有消极、被动性质（即不告不理原则），且具有全国一致的性质，所以财政司法权在中央而不在地方。财政权中以收益权最为重要，各级政府如无财政即无生存能力。又因财政收益须依法为之，故其前提为立法权。至于行政权则关系稽征效率与行政职权，已达成立法之目的，实现收益之可能。考虑到地方人民之政治参与度与地方财政之自我负责性，地方财政权力供其实现自治任务之能力，扩展其权利，故财政权为中央地方权限划分之核心问题。
基于此，按财政收入的权力来源依据将财政收入行为分为中央财政收入行为与地方财政收入行为两类，一是在行为权源上就中央和地方财政权限作出划分，二是进而在行为规制上凸显租税法律主义和财政事项法律保留的深层含义。

（三）按财政收入的法律来源依据将财政收入行为分为基本权财政收入行为与非基本权财政收入行为

按财政收入的法律来源依据可将财政收入行为分为基本权财政收入行为与非基本权财政收入行为，前者是指税收等涉及全体纳税人和公民基本宪法权利的财政收入行为，后者是指规费、受益费等具有一定对价给付性质的基于非宪法基本权的财政收入行为。此种按基本权进行分类的意义在于三个方面：其一，此种分类在权源位阶上作出区分也反映出财政收入行为的层次高低和内容宽窄，基本权的财政收入行为层次上升到宪法位阶和法律保留意义，在内容也仅涉及紧密关系公民基本权利的方面；其二，基本权之财政收入行为不仅涉及议会多数决问题，同时还牵扯税法整体秩序所表彰之价值体系，与宪法价值是否一致问题；
 其三，此种分类也使得立法上的基本权限、行政上的自由裁量、司法上的审查方式均具有法源之依据和研判之标尺。

第三节  财政收入行为的要件与效力

一、合法性的问题

哈贝马斯的“合法性”概念，广义上是指统治秩序存续的正当性。就法律而言，他提出了两种合法性，即形式合法性（Legality）和实质合法性（Legitimacy）。前者意指法律的合法性来自规则本身或源于被接受的事实，无需任何基础性价值的支撑，类似“形式合理的法律”；后者的含义是指法律的合法性不仅决定于形式，还取决于内容，即规则中所包含的信念或实体价值。哈贝马斯认为以西方的代表的现代法有两种范式，一是合法性源于自身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形式法，另一种是有组织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法。他在研究并批判这两种法范式优劣的同时，提出了程序主义的法范式，来对前两种范式进行整合。

此种关于合法性的评价和研究，是对法本身进行的深层探讨和理性反思。无论是法部门的产生和完善，还是法体系的建立和展开，首先需要作出价值说明的即是合法性问题。财政法的体系和概念也一应如此，财政收入行为提炼的必要性和科学性也立基于此。财政法和财政收入行为的合法性包含形式与实质两层含义，此种说明在之前业已分析和阐述。而财政法和财政收入行为合法性的研究理路则需要在程序主义的基础上进行展开，也即在内在构造和效力规则上展开具体分析。就整体意义上来讲，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无论各项制度创新或改革之间存在怎样的差异，无论提供制度产品的政府行为之内容是怎样的迥然不同，公法的使命依旧是万变不离其宗的。一言以蔽之，公法旨在追求和确保政府行为的合法性。
以下，着重谈到财政收入行为的实质合法性（Legitimacy）问题。

中国公法正在经历整体性的变迁，在林林总总的制度革新中，政府行为的合法性追问是不变的主题。研究公法尤其“合法性”（Legitimacy）究竟是指什么？一种较为普通的理解是，合法性意味着合乎既定的法律规则。合法性问题主要是谈到政府获得财政收入的行为是否具有法律上的意义。但广义上的理解不限于此，“合法性”也表明某一事物具有被承认、被认可、被接受的基础。
在这个意义上，公共行政的合法性在于公众对公共行政体制的认同和忠诚程度，这是公共行政体制存在、持续和发展的基础。另外需要指出的是，随着全球化的到来，个人对政府的依赖减弱、政府绩效匮乏、权利流失和腐败的增长使得政府日益面临合法性危机。
合法性是反映和检验一个理论概念或实践范畴的科学性和正当性，这也即是财政收入行为首先需要面临和解决的问题。

正如凯尔森所认为的，“本质不合法”和“法律禁止的行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就其本性就是不法行为，而后者则是建立在一定的法律秩序的基础上。
如果我们在统一的合法性基础上对财政收入行为进行研究，其合法性具体而言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财政收入行为在法理论上的合法性，二是在此种合法性的前提基础上，财政收入行为在研究理路和分析架构上的合法性。对于后者而言，如何对财政收入行为在深层品质上进行展开和内在构造上进行设计，是对财政收入行为进行理论研究需要重视的基本问题。这涉及财政收入行为的要件效力方面，涉及从一系列具有共同法律特征的财政收入行为的抽象概括，涉及财政收入行为在财政法理论上的自足性和逻辑性。

二、财政收入行为的构成要件

研究财政收入行为可以从范畴提炼和法律特征入手，但欲对财政收入行为进行内部结构分解和外在效应探讨，则有必然会涉及财政收入行为的效力问题。财政收入行为的构成要件可分为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两项进行展开。财政收入行为的形式要件包括主体要件、职权要件、内容要件和程序要件等四个方面。实质要件则是包含三个方面：一是权力性要件，二是公共性要件，三是法律性要件。就财政收入行为而言，是否基于法律的授权并不影响财政收入行为的成立，但是法律没有授权或是违反法律基本原则的财政收入行为本身的存在，只是财政收入行为因此而在法律意义上的认可不同而已。

（一）财政收入行为的形式要件

财政收入行为的形式要件是指哪些行为在形式上符合政府财政收入行为的一般性特征，是对财政收入行为外在基本结构的要素分解。只有符合财政收入行为的形式要件，此种政府行为才具有财政法上财政收入行为的外观，才能体现财政收入行为的专有属性。财政收入行为的形式要件包括主体要件、职权要件、内容要件和程序要件等四个方面，以下详析之：

其一，主体要件。财政收入行为的主体是财政法上的特定主体，也即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得以在财政法上取得主体地位的中央或地方政府及公法人团体。基于财政收入行为的综合性特征，财政收入行为的主体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层面的机关团体，以及依据法律法规的授权而具有财政收入主体地位的公法人团体等相关组织。任何非依法律法规授权之法人或非法人团体以及个人，不得为取得财政收入之行为。主体要件是财政收入行为的支撑性要件和前提性要件，是财政收入行为的基础。

其二，职权要件。职权要件是指作出财政收入行为的公法人机关，必须享有作出该财政收入行为的法定职权。作出不在该机关法定职权范围以内的财政上的收入行为，就是超越职权。对于规费或收益费的征收，地方公法人团体往往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但是此种裁量权也是基于严格的法律授权，也即此种裁量的范围和权重依然是处于法律规定之职权范围之内。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财政收入职权与财政收入权本身比较而言，前者着意于财政收入的职责要素，偏重形式意义上的法律规范规定，后者则强调财政收入的权力来源，属于实质性方面的权力分割和考量。

其三，内容要件。财政收入行为的内容主要是指财政收入的事项，必须是以货币或曰金钱给付为主要方式。现代财政收入取得的方式已经彻底改变了实物和劳务给付的时期，并以价值稳定和易于交付的金钱作为国家向自然人和法人课以负担的依凭。无论是税捐、规费及收益费，还是公债和特别收入等，均是以货币的给付作为财源的计量和标度依据。内容要件在权利义务关系上的表现是，此种行为的意旨即在于一种公法上债权的移转和实现，其核心是一种单方面向民众可以负担的意思表示，并通过财政立法和财政行政加以实现和完成。

其四，程序要件。财政收入行为应遵循一定的程序规则，其步骤、方式、方法、时限和顺序，需要按照依据法律的直接规定进行或是基于法律的特别授权决定。财政事项中税捐作为最核心和最主要的组成，其立法、征收和救济程序遵循严格的法定程序。非依法定权力并法定程序，任何机关和个人不得修改税种、税基、税率等课税要素。同时，规费、受益费的开征也应遵循此一程序要求。公债之发行，也是得遵循议会的议决程序，方得以在财政健全主义原则下得以通过和实施。程序性要件作为程序正义的一般要求，是对财政收入行为的实体构成方面进行进一步补充和完善的。

（二）财政收入行为的实质要件

财政收入行为的实质要件是指财政收入行为在实质意义上的内在要求，此要件包涵了财政收入行为的核心要义。财政收入行为的实质要件包括权力性要件、公共性要件和法律性要件。其中，权力性要件是针对财政收入行为的权源性构成而言，公共性要件是基于财政收入行为的社会性构成而言，法律性要件则是基于财政收入行为的效力性构成而言。申言之：

其一，权力性要件。权力性是财政收入行为的根本性质，是财政收入行为的内在基础。财政收入行为需要凭藉一定的国家强制力，以实现建立在非对待给付基础上的金钱课征。此要件是从两个方面进行提炼和挖掘的：一方面是财政收入行为作为财政行为本身，基于其为行政行为的基础和核心并从行政权中独立和分离出来的高权行为，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财政收入行为是政府财政活动中权力性要素的总结和抽象，是对公共权力在财政领域的特别关注和重视。财政收入行为的权力性也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在现代国家中给付行政的比重日益上升，而基于此的财政行政则因其非羁束行政之性质，而在财政事项上拥有较大的裁量权；二是具体财政事项的决定和征收，应当体现财政权力的特别影响和财政行为的内在权源。此要件是财政收入行为的首要要件，因为其决定财政收入行为的基本属性。

其二，公共性要件。当代西方财政经济理论将公共物品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作为其公共部门之政治经济学的两大基本组成，
都体现了“公共”二字对于经济学和财政学的深远影响。而一切立法行为都必须基于公益而非私益，是早自罗马时代以来的法律常识，所以举凡法律的正当性，以及法律的权威性，都建立在追求公益的前提下。由公益的维护及提倡，可以说是现代国家积极的任务，也是许多实际政治运作行为所追求的目标之一。
公共性作为法学上对财政作用和财政活动的本质提炼，比较财经理论上的“公共”而言，更具有权利义务上特别指称。公共性的法基准包含两大因素，一是“人权尊重主义”，这是公共性的“实体的、价值的”面向，二是“民主主义”，这是公共性的“程序的、制度的”面向。
公共性要件是财政收入行为的品质要件，因为其反映了财政收入行为的外在特征。

其三，法律性要件。财政收入行为的法律性要件并非是指财政收入行为是否合法，而是指财政收入行为是否具有法律上评价和规制的意义。财政收入行为的法律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财政收入行为必须以法律授权为首要前提，或是议会保留作为财政收入行为的裁量约束；二是财政收入行为应当以财政权的民主统制和法律控制，作为贯穿财政收入行为形式的全部过程；三是财政收入行为在法律上的基本取向在于对公民基本权的依法保护，并作为财政收入行为权力性和公共性的价值立基点。进一层而言，财政收入行为的法律性意义特别集中地表现在国家的基本财政事项应当进入宪法的视野，实行财政立宪。
同时，无论是在行政法之法源意义上，还是在财政法之法源意义上，财政收入行为均应依据特别之法律依据，遵循特定之法律程序，依托特定之法律主体，而为具体之法律行为。法律性要件是财政收入行为的价值要件，因为其彰显了财政收入行为的法律内涵。

三、财政收入行为的法律效力

财政收入行为的法律效力是指财政收入行为在法律上的意义，也即所发生的法律后果如何，表现为一种特定的法律约束力和强制力。财政收入行为只有发生预期的法律效果才能达到其应由的目的，并在实际财政活动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财政收入行为的效力是财政收入行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研究财政收入行为的目的就在于确定其行为的效力，为财政收入主体提供行为准则，也为立法机关提供财政收入立法之沿袭思路。

对财政收入行为进行研究，主要涉及四个问题：一是财政收入行为的效力内容，即财政收入行为作出和行使时，具有哪些法律效力；二是财政收入行为的主体效力，包括财政收入行为对政府的效力、对被课公民和组织的效力以及对公众的效力等；三是财政收入行为的空间效力，即财政收入行为在中央与地方上的不同效力表现；四是财政收入行为的对时间效力，即财政收入行为在什么样的时间范围内具有法律效力的问题。

（一）财政收入行为的效力内容

财政收入行为究竟具有何种效力，可以借鉴行政法上行政行为的效力理论。行政法学界的大多数观点认为，行政行为具有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等三种效力。也有学者将其概括为公定力、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等四种效力。还有学者将其概括为公定力、拘束力、执行力、不可争力和不可变更力等五种效力，或是概括为先定力、公定力、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等五种效力。
应该指出的是，财政收入行为在概念表述上的综合性以及其与行政行为涵义的不重合性，使得财政收入行为的效力也呈现出不同角度的提炼方式。财政收入行为的效力内容仅只在于法源公定力、权属确定力和行为拘束力三个方面。

财政收入行为的法源公定力是指财政收入行为一经作出，即对任何人都具有被推定为合法有效而予以尊重的法律效力。这是由财政收入行为在法源上体现为一种公财政权与私财产权的高阶配置所决定的。财政收入行为的权属确定力是指财政收入行为一经作出，就具有不受任意改变的法律效力。这是由财政收入行为在权属上体现为一种财政权在横向纵向上的严格约束所决定的。财政收入行为的行为拘束力是指财政收入行为一经作出，就具有约束和限制财政收入主体和相对人的法律效力。这是由财政收入行为在行为本身上体现为一种对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调配之法律事实所决定的。

（二）财政收入行为的主体效力

财政收入行为的主体效力是指财政收入行为对其相关主体的法律意义和后果，可以从三个方面展开：其一，对作出财政收入行为的公法人团体而言，其行为作出的同时也意味着自身受到该行为公定力的约束，同时即便是对财政权权属作出的相关事项，基于被课人和公众的特别信赖，也对其本身产生行为上的拘束力。其二，对被课以负担的特定被课人而言，财政收入行为尽管侵犯其私财产权，但是此种行为的作出却是基于法律授权或特定公共利益，其公定力、确定力和拘束力也当然地适用于财政收入行为的指向对象，即具体的被课人，而使其在法律后果上成为一种客观事实。其三，对被课以负担的抽象被课人即公众而言，财政收入行为基于公法上的金钱债权债务关系而产生，在法律评价上具有优于私法上债权的特别效力，所以即便是与一般意义上的私法自治冲突，也不影响其在在权属上的确定力和行为本身的拘束力。

（三）财政收入行为的空间效力

财政收入行为的空间效力是指财政收入行为在什么样的空间和地域具有法律上的影响和后果，主要涉及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通常而言，随着地方公共支出的不断扩展以及地方自治权力需求的不断生长，财政收入行为的空间效力成为一个重要命题。从法源上讲，凡宪法和法律规定特定事项的财政权在中央的，地方财政行为不得涉及，否则是可撤销和无效的；从权属上讲，凡基于法律授权之财政权的分解均应具有明确的公定力，并一旦确定即对政府和人民具有即时的拘束力；从行为性质上讲，财政收入行为在中央和地方的效力与财政收入行为本身有关，如特定税捐不得在地方上征收。财政收入行为的空间效力除中央和地方关系外，还涉及部门之间的资源分配，此处不加以赘述。

（二）财政收入行为的时间效力

财政收入行为的时间效力是指财政收入行为在什么样的时间范围内，即从什么时间开始到什么时间为止具有法律效力的问题。这可以从生效和失效两个方面来阐述。就生效时间而言，财政收入行为一经作出就具有法律效率。但是财政收入行为的作出并不一定意味着相对人即能知晓，此种时间上的间隔使得财政收入行为时间上的效力探讨尤为重要。一般而言，财政收入行为的作出一般以立法机关通过相应法律或议案即作为财政收入行为的生效时间，至于授权而赋予相关机关自由裁量权的特定行为，也以此时间为依据，只是具体效力的展开延缓自裁量决定的作出。就失效时间而言，财政收入行为一般基于特定法律法规的撤销、废止和修改相应的发生效力上的变化，即丧失法律效力。


第二章  财政收入行为的调控原则

传统观念认为，宪法和行政法同属于“公法”，并构成了这个领域的全部。
晚近以来，财政法学逐渐从行政法学中独立并走向勃兴，在公法学构成中具有独特而鲜明的重要地位。财政收入行为从财政法中提炼出来，应遵循财政法的一般原则调整。同时基于财政法和财政行为的宪法背景和行政法法源，作为调控财政收入行为的基本原则，理应涵盖民主宪政的基本因子和行政法治的核心要素，并业已指导财政收入行为的合法运行和对财政收入行为的法律评价和规制。从法理逻辑上讲，民主宪政是财政收入行为最高阶的调控原则，行政法治是财政收入行为最基本的指导原则，财政平衡是财政收入行为最具体的规制原则。前述三者共同构建财政收入行为调控的基本框架，在法律价值和运行理念上对财政收入行为进行指引、规范和评价。
第一节  民主宪政与财政收入行为调控

中国政府的财政困境在直接层面上的原因在于公共支出需要的极度扩张与有限财政收入之间的突出矛盾所致，更深层面上则是因为中国宪政体制存在缺陷，致使财政权利未能得到有效控制与理性运作。
财政问题研究往往会涉及民主、宪政和法治等相关法学范畴，其中财政权特别是财政收入权也基于此成为财经理论与法治理论的联结点。财政收入行为作为财政收入权的实现形式，理应纳入到此种研究思路中，成为民主宪政视野下符合法理人权的政府财政行为和金钱给付行为。结合财政收入行为来理解民主宪政，可以从财政民主、权力制衡和人权保障这三个层面来对财政收入行为进行展开。其中财政民主是财政收入行为合法产生的制度前提，权力制衡是财政收入行为合法运行的机制基础，人权保障是财政收入行为合法行使的价值追求。

一、财政民主是财政收入行为合法产生的制度前提

财政收入行为的产生是基于财政收入权的先行存在，所以财政收入权的正当性就成为谈及财政收入行为而应首先讨论的问题。而财政立法领域（financial legislation）是代议机构进行“立法”的最早的领域，人们也因此在这个领域早早认识到涉及财政的“政治法律”（political laws）乃是某种不同于“司法法律”（juridical laws）的东西。
同时基于财政事项事关公民基本权的根本方面，所以“民主政府在财政以及非财政方面的实际操作，要求它的公民坚持所谓的‘立宪态度’。”
而宪政首先是与民主紧密相关联的，因为民主意味着“排除暴力与恣意之统治而以基于人民之自我决定而且依各该当时合于自由民主的多数决之意见所形成的法治国之统治秩序。”
民主原则是指人民为国家的主权者，国家主权特别是财政收入权之行使，必须直接或间接有民主的正当性，而且若一财政决策愈是具有重要之内涵，则其所须之民主正当性必须愈是提高。

财政民主主义主要表现为财政议会主义，即重大财政事项必须通过议会审批。财政收入行为作为预算之一个方面组成要素，可以从两个方面来阐述：一方面是体现在形式意义上，遵循民主程序的代议机构通过对政府预算的约束来体现对政府财政收入权和财政收入行为的控制。其中主要旨意有三点，一是多数决原则应当在议会议决程序中认真达成；
二是财政信息和列入收入范围的财政事项应当切实做到畅通、细致和全面；三是财政收入行为的监督和控制程序应当科学化、日常化和制度化。另一方面则是反映在实质意义上，代议机构作出财政收入行为的理由和目的应当确实体现国民意志和社会基本正义。这又可从三个层面来谈，一是代议机构本身应当真正代表国民，这在间接民主制度下尤为重要；二是在行政职能日益扩张的当前，政府财政权力已大大加强，议会应当更为有力地加以制约；三是在适应普遍经济政策和社会永续发展的大前提下，在财政收入行为控制方面，议会和政府的关系应当体现分立中的协调。

“如果不尊重市场力量的政治诉求，如果不通过合理的制度使权力真正服务于市场，公共财政永远将无法摆脱权力的支配，公共财政的改革最后也只会满足于表象。”
 在这个意义上讲，财政收入行为应该考量通过代议制度和民主程序来对其法理上的合法性作出肯定性的评价。无论是强制性的财政收入行为还是非强制性的财政收入行为，也无论是中央的财政收入行为，还是地方的财政收入行为，均应纳入到民主统制的范围中来，实现宪政精神在财政收入领域的展开和贯彻。财政收入行为的权力性、公共性和法律性要件也在财政民主的基本原则得以有机统一和整合，财政收入行为的实质意义上的合法性才可能得以确证。

在立宪政策的现代讨论中，财政学学者往往试图通过非财政渠道来对政府权力进行约束，即用宪法或其他可行的方式。并认为民主程序是最好的过程约束手段，一方面它并不直接影响可能取得的特定结果，另一方面它使得规则成为普适性法治的可能。
从宪政和公法学的意义上讲，民主是一种基于正义法理而约束政府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的基本途径，尽管在某种意义上会影响宪政的稳定；而从宪制经济学和公共财政学的角度来谈，民主则是在程序上和技术上对财政收支平衡的制度维持，是一种基于财政的规则观念。但无论是从技术的角度，还是从正义的角度，归结起来，财政民主或曰财政民主主义的基本要义在于服从一种基于收支平衡和民主程序的财政法治规则。

二、权力制衡是财政收入行为合法运行的机制基础

戴雪的法治理论认为，构成宪法基本原则的“法治”（rule of law）有三层含义：一是法律至上，二是法律面前的平等，三是宪法作为通常法律的后果。
尽管詹宁斯对戴雪的法治理论提出过批评和质疑，
还有学者认为其理论仅只具有法制史上的古典意义，
但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政府对福利国家政策重作考量，以及学术理论界自由主义思潮的再度泛起和勃兴，
戴雪的法治理论仍然不失为现代法治理论中的基础和典范。戴雪的法治理论，“就针对的政治权利而言，彰显的是议会主权和司法独立而贬抑的是日益扩张的行政权”。
在此基础上，政治权利的如何行使成为政治学上讨论的重要命题，而分权学说和代议制民主两者则一起构成了那些被标示为“合宪”政府制度的主要支柱。
这样，基于民主原则建构的法治理论，其政治学基础即在于分权（separation of powers），并“成为宪政与法治国家的一项共同原则”。

而从法治国原则的整个体系开展上看，法治国原则包含了两个核心要素：一个是主观的基本权利要素（ein subjectiv-grundrechtliches Element），基本权利的保障可以说是作为主观法功能地位（als subjective Statusord nung），使法治国原则具有主观公法请求权的防御力；另一个则是客观的法治国要素（ein objectiv-grundrechtliches Element），权力分立原则可以是作为客观法功能地位（als objective Funktionenord nung），使法治国原则在国家权力的运作上，尤其是在司法者之权利救济与立法者之法律保留的制度设计上，能够紧密连接实质法治国之保障基本权利的目的，而产生互补关系的作用。
在客观法上展开的权力分立原则不仅是大陆法系国家法治理论的基本构成，而且在英美法系国家，即便是在形式主义和功能主义两个层面上进行解释，都认为分权制衡原则是基于宪法的一般性规定。

考察英国法治的漫长历史实践，可以发现，英国宪政的产生和形成实际上与财政法治和对财政收入权的控制紧密相联。财政法治在制度上起始于法律对国家最高权力的限制，即1217年《大宪章》对国王征收租税之权力的约束。此后，这种权力制约的中心渐渐移植于议会对政府的制衡，而对政府而言，“这种法治化的日常控制手段，最重要的就是财政控制手段”。
 一方面，政府提供任何新的公共服务都必需议会授权，而使预算得以通过而使其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另一方面，议会的授权立法必须同时赋予权利享有者行使其权力所必需的财政支持，而绝不能允许权利本身附随着自行创收的职能。就公共财政的议会控制而言，政府的财政公开应当遵循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则，即政府倡议原则、下院控制原则和上议院不得修改原则。
有学者指出，议会的财政权力也应得到控制，国王、内阁和党派等在一定程度上也对议会财政行为的作出产生影响力。

财政收入问题，成为政治学理论和政治运作过程关注的焦点和核心，是以财政权和行政权为基础的国家权力集中与分散、冲突与协调的具体体现，是以中央和地方财政权共生与博弈、互动与整合的突出反映。而处于国家预算制度约束下的财政，与以往任何时期财政的关键性区别，却是其具有的财政分权与制衡的内容。
从政治学理论基础的层面来看，分权学说和均衡政制理论是财政收入法治得以建构的前提假设和基本命题；从政治权利运作的角度来看，议会的主要职能是立法、监控财政（收支）和监督政府；
而从权力格局演进的意义来看，议会政治地位和权力范围的不断得以上升和扩张，实际上体现和反映了现代意义上财政收入权的权源发端与展开。索乌坦和埃尔金认为，政治学的关键任务是“提高政治行动者设计制度以达到有价值的政治目标的能力”。
而财政收入权及其行为的运作作为政治领域的重要组成，通过对其在功能取向和学理基础上进行分析，可以得知财政收入行为的基本内核和实质渊源。

三、人权保障是财政收入行为合法实施的价值追求

在传统上，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普遍把自由与权利作为最高价值。但是人为什么能享有权利呢？近年来，一些西方学者对这一基本问题作出了比较深刻的反思，并提出了“人格尊严”（Human Dignity）这一概念作为权利的人性基础。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对康德哲学的回归，因为“纯粹理性虽然使得我们形成这些理念，它本身却不能证明这些理念的实在性。”
人格尊严，“作为权利存在以及界定的基础，它是一个更为基本的宪法范畴，并有可能成为世界共同承认的基本宪政规范。只有在承认并尊重人所固有的尊严之基础上，谈论权利、自由、民主或法治才有意义。”
人格尊严作为人权实现的基本前提，意味着是各项法律行为行使的基本取向。财政收入行为作为对人民财产权的夺取和交换，理应将人权保障作为其合法行使的价值追求。

在税法学上，纳税人基本权利的理论来自日本的北野税法学派。该学派的代表人物北野弘久以纳税人基本权为中心，从宪法的角度构筑了一套以维护纳税人权利为宗旨的税法学。而在宪法上将税的征收和使用相统一的观点，则是北野税法学关于纳税人基本权的核心内容。北野弘久在几个基本前提的基础上指出，纳税人仅在税的征收和使用符合宪法规定的条件下，才需要承担纳税义务，这就是纳税人的基本权利。
此种对纳税人基本权的理论研究，对财政收入行为的合法形式具有价值取向上指引作用。财政收入行为作为税收之广义上的延展，包含非税收入行为，但从本质上讲，都是对人民课以金钱负担的行为，所以此种基本权在财政法上也有其重要意义。如此，公民基本权的维护是财政收入行为调控的逻辑和法理上的立基点和着力点。

进一步而言，“税者，非国家对财产权之分享，而系对财产权人经济利用行为之分享”，
这样，税收之目的也具有保障公民权和促进社会福祉最大化的特点，但这并不影响法律对财政收入行为进行严格的限制和约束。此种限制，系指对人民基本权利禁止剥夺，且应不得侵犯其本质内涵（核心领域）。国家若未维持人民之再生利益，而为扼杀性（Erdrosselung）之课税，则已非仅财产权之限制，而系财产权之剥夺，更甚至系对人民经济生存权之违宪侵犯。
“课税权为国家权力之一种，依法治国原则之宪法要求，必须在合宪之范围内行使，故不得违宪课税，而人民对于违宪之课税并无必要纳税。因此，税捐正义系作为课税权之宪法界限。”
所以基于正义性的理念指引是对财政收入行为调控之人权保障原则的一个应有之义。

“纳税”宪法制度之形成，系应肯认税捐基本权，并有效实践纳税者之权利保护。至于国家课税权之行使，则应依民主程序由立法机关以多数决定为之，并符合税捐法定主义、税捐公平原则与过度禁止原则等之宪法意旨，以有效落实纳税者之权利保护。
是故，财政收入行为之法律调整，似不得着重强制人民纳税义务之实现，而系应逐渐强调税捐基本权的承认，以有效实践纳税人之权利保护。对财政收入行为而言，这种税收上的基本权理念也延展到规费、受益费以及公债等的人权保障上来，规费征收的理性主义原则、受益费的不特定对待给付关系的评价、以及公债理论中代际负担的理解，均是基于对人性尊严和公民基本权的考虑。

复杂的现代化社会使得个人可能享有自由。当然这个自由的尺度在不同的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在从可以容忍到特别舒适这样一个巨大范围内浮动，而民主法治国家则是在这种社会的一个框架和基础。
所以，财政收入行为的调控基点在于保障个人活动的自由区间，同时对基本权内含之财产权、平等权和生存权等具体内容作出妥适性的安排。这种财政法上的基本权的含义，往往是基于宪法上的抽象规定，但这并不影响此类权利的有效实现。在财政收入行为的运作过程中，人权保障应当成为每一个环节和步骤中均应始终关注的核心和基础，因为无论是公共财政还是宪政本身，其主要目的就在于维护人民的私财产权不受非法侵犯。

第二节  行政法治与财政收入行为调控

“法治的意思就是指政府在一切行动中都受到事前规定并宣布的规则的约束——这种规则使得一个人有可能十分肯定地预见到当局在某一情况中会怎样使用它地强制权力，和根据对此的了解计划它自己的个人事务。”
政府预算作为公共财政的基础性组成要素，对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所以必然应当纳入到法治的轨道中来。同时，也是基于这种财政意义上的重要性，相应的国家权力必然体现出宪政运作和民主统制下的适当分立与合理约束，以确保国民基本权利的维护和国家永续经营发展的促进。尽管“法治只是一种理想，它从来没有被哪个社会完全实现过”，
但是社会秩序和公平法理的基本要求却总是促使人们倾向于去实现一种尽可能接近的正义理想和规则世界。

一、公共权力限制是财政收入行为依法调整的基本内核

在法国，多数学者认为，行政法是调整行政活动的国内公法。调整行政活动是指行政活动必须遵守法律，在其违反法律时受到一定制裁，例如引起无效、撤销或赔偿责任的结果。这就是法国行政法学上的“行政法治原则”。具体而言，它是指法律规定行政机关的组织、权限手段、方式和违法的后果，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必须严格遵守法律的规定并积极保证法律的实施。该原则是法治国思想在行政法领域最为重要的体现，是法国行政法的核心原则。它主要包括以下三项内容：一是行政行为必须具有法律依据，二是行政行为必须符合法律要求，三是行政机关必须以自己的积极行为来保证法律的实施。

而从财政法学的角度视之，对财政行政行为进行法律上的约束和控制，无论是须有法律依据或授权，还是行为本身必须符合法律要求的内容，均是以政府权力或曰公共权力的限制为基本起点和大致要义的。公共权力在财政收入行为理论范畴内主要表现为国家财政权力，此种财政权力需要在保障国民财产权的基础上加以适当的制约和设限。对于财政收入行为而言，因其基于财政收入权的权源属性，财政收入行为也在其运行取向上体现约束政府财政权的基本精神。这种约束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财政收入行为必须以特定的财政立法作为其行使依据，任何法律未加以规定或授权的财政收入行为均为无效或得撤销；其二，财政收入行为必须以形式意义和实质意义上的要件为基础，不得在无职权和无权力的前提下实施财政收入行为；其三，财政收入行为须以公法人团体的积极行为来完成，即便是此种积极的行为使得公民财产权的不当侵犯成为可能。 

现代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使得政府行政职能不断扩张和财政机能的持续延展。而与此同时，“随着政府规模的扩大，决策权日益从选举产生的立法者手中转移到非经选举的官僚手中。”
这就使得以下两种倾向成为可能：一是社会经济之相关立法权开始逐渐向行政靠拢和集中，授权立法成为一种常态和必然；二是行政本身各项赖以成立要素中财政性的重要性日益凸现，财政作用和财政行为对行政的决定性也进入人们视野。与此相适应，财政收入行为作为财政行为中最活跃和最积极的组成，更加重视其行为自身的合法性。而其中，无论是政治学上的分权原则，还是经济学上的新自由主义思想，抑或是社会学上的公共领域的异化，公共权力的限制却是其应有之义。这主要反映和体现在行政立法的内容约束，以及财政收入行为的授权层级之上。

伴随社会实践的发展和法学理论的完善，就权力本身的发展变化来看，也呈现两个方面的趋势：一方面是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职能在性质上的公共职能化，另一方面是社会组织所担负的社会职能的发达和越来越多地代行国家的部分职能，两相结合，推进着国家权力的社会化，并促使国家权力向一般社会公共权力转化。这也就是说，国家权力在向社会化演化过程中，其自身性质也将不断发生变化。
这里所指公共权力的社会化，本身也体现了人民组成之社会对公共权力的间接约束，此种约束再加上人民在财政立法上的民主控制，公共权力之财政权力即会回归其权源本义。“从某种意义上，可以把平衡预算视为对现代政府的财政权力进行更全面的宪法约束的第一步。”
这说明财政权力的预算平衡约束，也即是对财政收入行为的理念调控。

就形式而言，法律规则是经过立法过程或类立法过程、以官方文件的形式确定下来的。其中，“类立法过程”意指那些不经过民选代表的讨论与表决而制定和出台法律规则的过程。在中国，它可以指向行政机关制定法律规则的过程，亦可包括司法机关以司法解释为名制定法律规则的过程。
财政收入行为的法律调控很多程度上注重于对财政授权立法的权力约束，即对公共权力之财政立法权进行有效规制。当然，这并不是说现行的授权立法之财政法律法规就不能有效约束当前的财政权力的滥用。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形中，公法行为法治化使命是通过形式主义地应用实在法的方法来完成的，并因此方法而获得比直接诉诸价值的方法看起来更为牢靠的基础。“开放反思型的形式法治”面向的是对政府行为可接受性（另一种意义更为宽广、深厚且复杂的合法性）的挑战。

二、公共利益促进是财政收入行为依法调整的实质要求

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 bonum commune, salus publica,Öffentliches Interesse），以字面上的解释，可认为乃“公共的利益”（简称公益）。公益概念的特别之处在于其概念内容的不确定性，具体表现在利益内容的不确定性和受益对象的不确定性。而对公益内容的理解，则需要结合法治国家的宪法理念。但无论是就国家任务演变论的观点，还是国家基本原则论的视角，然自罗马时代以来的法律常识，公共利益均是建立在立法、行政和司法诸权力上的合法性理由。
就财政收入行为而言，公共利益也是其产生和运作的价值基础，从本原意义上讲，促进公共利益则是财政收入行为依法调整的实质要求。

从利益层次展开的角度出发，可以将利益分为“当事人的具体利益”、“群体利益”、“制度利益”(即法律制度的利益) 和“社会公共利益”。在成文法国家，立法过程也是一个利益衡量的过程。立法的目的也就在于公平合理地分配与调节社会利益、不同群体的利益和个人利益以协调社会正常秩序，促使各种不同利益各得其所，各安其位，避免相互冲突，做到相互协调,从而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就财政法而言，财政法的基本目的在于确保公民财产权不受非法侵犯和促进国家财政经济永续发展。财政收入行为的理论立基在于财政收入行为本身一方面要约束建立在公共利益基础上的公共权力，另一方面又要保障和促进公共利益的普遍实现。

结合财政收入行为的公共性要件而言，公共性的内容仍停留在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层次，除必要之描述外，立法亦无须强为解释和说明；但作为具有实践意义之法概念，其具体之法律上上基准，则不能不予指明。
这样立基于公共利益的财政收入行为的公共性要素也使得公共利益的促进有了解释论上的思维理路，公共利益的促进本身就是财政收入行为的应有之义。财政收入行为借助于财政作用的权力性因素，而在此基础上实现立基于行政行为的质之规定性的公共利益，这实际上也是体现了财政收入行为依法调整的内在本质。

“现代的国家理论设计了大量的、对组织公用事业进行规制，并保障这些公用事业正常和不间断地发挥效用地规则。”
这些公共事业及其法律规范设置的目的，即在于保障公共利益的有效实现。而另一方面，狄骥认为，现代公法的基础正在发生深刻变迁，不再囿于行政命令，而是在于公共组织。同时，这种公法意义上严格客观秩序的制度，是由平等的加在国家和公民的共同原则来调控的。
这样在公共组织的基础上提出了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一体保护的观念和思路。财政收入行为也体现了这一发展趋势，特别是受益费和特别公课的开征，正好体现了公共组织勃兴背景下财政收入行为对公共利益的客观促进。

斯图尔特认为，在传统的、普遍适用的行政合法化模式瓦解之后，在努力寻求新的行政合法化模式的过程中，相较于传送带模式、专家知识模式，利益代表模式也许是有生命力的，尽管利益代表模式作为一种解决立法性行政自由裁量问题的普遍方案，仍然是存在诸多缺陷。
议会通过民主统制的形式对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作出裁量，就一般的方式而言，可以通过两种法律途径：一是对具体财政收入问题进行审查批准，二是将有关财政收入活动的普遍规则制定为法律。对财政收入行为进行法律调控的目的即在于对此等利益决策上作出促进公共利益实现的决定，当然这并不以公民基本财产权的侵犯为代价。

三、正当程序约束是财政收入行为依法调整的具体表现

美国宪法第五修订案（1791年）和第十四修订案（1868年）即规定了“正当程序条款”（Due Process of Law），赋予公民以正当程序权利。英国普通法更是早在几个世纪以前即形成了“自然正义原则”（Nature Justice）。根据该原则，公民在遇到争议和纠纷时，有一个获得当事人之外的第三者进行审理和裁决的权利；在受到不利处分时，有一个获得处分者听取其陈述和申辩的权利。20世纪40年代后，随着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的制定，行政程序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重视。德国行政法学者哈特穆特•毛雷尔将正当程序权利归类为公民的基本权利，而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则是其归纳的法治国家原则九个要素的第一个要素。
公民正当程序权利保护作为现代行政法治原则的一个要件，不仅在英美法系，而且在大陆法系均得到了确立。

就行政法上的行政程序而言，其基本功能在于深化民主、确保依法行政、保障人民权益、提高行政效能、维护权力分立和加速行政法典化等几个方面。而就正当行政程序的理念而言，无论是美国法上的正当程序条款，还是英国法上的自然正义法则，还是法国法上的防御权，抑或是德国法上的基本权保护，都蕴涵如下意旨：即行政机关应遵循如何程序作出决策，主要取决于法律的规定。惟法律并非行政程序的惟一法源，更非最高的法源。行政程序法在现代法治国家中负有体现宪法价值的任务，立法者设计行政裁量空间自须受到宪法的制约。

而所谓“正当程序”适用在“行政程序”，即为“正当行政程序”。而在财政法上，此种“正当程序”的适用，依然具有“正当财政程序”的意义。申言之，此种正当程序约束的基本要素为受告知权、听证权、公正作为的义务以及说明理由的义务。
财政收入行为相对人的受告知权，表现为财政事项的动议和事实，应当告知相对人明晓，以使其具有事先或事后获知的可能。此种财政法上受告知权可以理解为议会对政府在财政事项发动上的资讯公开权利。财政收入行为相对人的听证权则是指相对人，有时即指议会，应得以有在财政收入行为的启动时具有辩论和争议的权利。财政收入行为的发动主体的公正作为的义务以及说明理由的义务，则是指财政收入事项的启动、运行和终止应当具有积极的禁止偏颇的义务，同时应对相应的事项变动作出具有妥适性的公告和说明。

在西方学者看来,程序公正的判断依据或具体形态是同动态的诉讼过程联系在一起的，离开一般意义上动态程序之实现的过程和途径，就无法全面说明程序公正标准的设置。实际上，这种观念在现代社会显然已经不合时宜。在财政权力日益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的当今社会，正当的财政收入行为的程序约束已经成为规范财政收入权正当行使所必不可少的重要法律规则。基于行政法上的正当程序原则的基本要义在于避免偏私、行政参与和行政公开三项，
可以认为财政收入行为的正当程序约束则在于财政程序法定、财政议决民主和财政过程公开，这实际上也是符合财政收入行为的实质性要件的。

财政收入行为的正当程序约束具有技术和价值双重层面上的意义。在技术层面上，程序约束的正当性体现在公法人团体实施财政收入行为在空间上的方式和在时间上的步骤，是否明确和法定。在价值层面上，程序自身的正当性取决于程序本身是否符合正义的要求，即是否是制约权力的有效屏障，是否认为财政收入行为的理念在于保护公民财产权不受非法侵犯。在这个意义上讲，正当程序约束作为财政收入行为依法调整的具体表现，在表观上体现为财政收入行为本身是否符合一定的程序和步骤，在实质上则仍然是以公民基本权的保障为法理依归的，所以财政收入行为的正当性即体现在公民财产权的有效保护。

第三节  财政平衡与财政收入行为调控
正如有的学者所说，财政法不能只限于规范收入，还应该重视财政管理和支出。就像抽血一样，为避免人体失血过多，危及健康和生命，必须限制抽血的条件和数量。但是，如果血液管理部门疏于管理，致使宝贵的血液变质腐坏；或者在不该用血的时候任意用血，以至于造成血荒，那么，无论抽血的条件如何严格，最终都不能达到目的。
然而在我国财政法律实践中，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即是，重税收轻其他财政收入，重财政收入而轻财政支出，重外部行为轻内部管理，
此种财政不平衡的现象在短期内尚难以解决。而针对财政法理论本身而言，财政收入行为的展开应当遵循财经理论的一般规律，也即财政收入行为应当体现在以财政平衡为原则的合理性基础上。同时，基于法本身的价值取向考量，财政收入行为应当也体现一种财政分配上的正义性。从某种意义上讲，财政收入调控的合理性与正当性的统一，实际上是由财政收入行为技术性和法律性的内在本质决定的。

一、财政收入行为调控的合理性与正当性

有学者指出，作为财政法基本原则的适当管理营运主义之基本涵义，在于实行财政决算制度和审计制度，防止财政权利滥用。
理解此种总则意义上的提炼，实际上应当考虑财政法的综合性和特殊性，即在于财政经济性与权利义务性的有机统一。财政法是以财政事项为主要调整对象的，所以体现财政活动客观规律的理性因素需要有效融入到财政法的调整原则和调整方式中来；而另一方面财政法的法实质，却也使得财政法必然的需要体现寓于权利义务配置和权力权利整合之中的法之公平性与正义性。此种两个面相上对财政法及其调整原则方式的解读，对理解财政法的基本构造和运行理念，具有及其重要的启示意义。

财政收入行为的调控也体现了这种合理性与正当性的有机统一，同时也反映了财政法之行为理论的独特性和包容性。从合理性的方面来看，财政收入行为的调控实际上蕴含了三个层次上的内容。其一，财政收入行为的调控应当体现经济均衡的基本规律。西方经济学理论认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四个目标之一就有经济持续均衡增长这一项，
均衡的涵义在于经济发展和经济总量平衡，这是财政收入行为合规律性的基本前提取向。其二，财政收入行为的调控应当体现财政平衡的基本原则。在财政学上，尽管财政平衡理论经历了预算平衡、周期预算平衡合功能财政三个阶段的转向和发展，但是财政基本平衡的观念却依然是指引财政活动的基本指针。
其三，财政收入行为的调控应当体现财政理性的法制化。市场经济所具有的自由贸易和等价交换的内在要求，与法律意义上的平等和自由理念极为契合，所以政府行为特别是财政行为必须实行法治化。
而作为此种认识的基本体现，财政收入行为的调控首先应当体现财政理性的法制化，并以此作为指导财政收入行为法制化的制度基础。

从正当性的方面来看，财政收入行为的调控应当体现财政收入事项的合法性与妥适性。这其中，也包含四个层次的内容，以下分述之。其一，财政收入行为的调控应当体现法定原则。财政法上的财政法定原则具体体现为财政权力（利）法定、财政义务法定、财政程序法定和财政责任法定四个方面，
财政收入行为的调控也应反映这些要求。其二，财政收入行为的调控应当体现对公民财产权的确实尊重。财政收入行为往往侵害公民的财产权，但若此种侵害不以抽象和具体意义上的对价为依归，那么财政收入行为的正当性会受到质疑。其三，财政收入行为的调控应当体现中央与地方的差异与平衡。中央财力与地方财力分别应以其事权及支出为依据，财政收入行为在空间上的这种公平应当被提及。其四，财政收入行为的调控应当体现对财政规律的法学延展。也即是说，财政收入行为的调控应该更多地考虑财政学和技术性因素。例如，在财政经济正常时期，财政收入行为的调控应当考虑地要点为：一是景气性与结构性赤字，二是隔代分配问题（是否可能、隔代分配是否应予积极评价），三是限时权力之民主原理限制，四是整体经济平衡发展之限制，五是其他宪法上之限制，等等。

宪政经济学学者站在立宪和制度约束的角度，对财政行为和活动的规制作出了以下的评价：“假如我们没有认识到财政约束和非财政约束之间的关系，我们的分析就是非常不全面的。财政约束和非财政约束之间的潜在可替代性，使我们不能主张前者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把政府限制在恰当范围内的绝对要素。相反，财政约束和非财政约束的互补性使我们不至于走极端，认为单凭财政约束就能达成限制利维坦的目的。”
这也正好补充说明了财政收入行为调控之技术性与价值性、合理性与正当性、财政手段与非财政手段融合统一和互为搭配的重要意义和实际效用。

二、财政健全与财政收入行为的合理性调控

财政之健全稳定不仅是经济财政规律中的应有之义，同时也是财政法的基本原则之一。财政健全主义是所关注的是财政运行的安全稳健，其核心问题在于，能否将公债作为财政支出的资金来源（或曰作为财政收入的资金进项），是否将其纳入预算的总计范围。财政健全主义主要体现在公债发行的形式合法性和实质合法性两个层次，前者指公债发行应当依法或依法之授权进行，否则不得进入预算；后者指公债发行应当衡平社会经济发展之基本正义，对财政收入之行为其具有基本约束力。财政收入行为作为对财政资金来源的进项过程，如果不以财政稳健作为基础，那么通过财政收入行为取得的这些财政收入，就并不具备公共财政上的基本涵义。

资本主义早期，财政健全主义一般要求年度财政平衡，不得在预算中列赤字。国家的财政开支能以税收、费用等非税收入作为来源，公债的合法性被完全否定。进入垄断资本注意时期以后，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国家开始大规模干涉经济。由于财政开支的数额剧增，而传统的收入来源不升反降，因此财政赤字成为各国普遍现象。
为了弥补财政赤字，公债手段开始被大量使用，并且逐渐合法化。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指引财政收入行为之财政健全主义开始产生怀疑态度。财政健全主义有无必要坚持？预算平衡是否为财政法治之不可动摇之基准？如果是，那么财政健全主义的内容又如何？预算平衡在何种情形下可以在绝对平衡要求下加以变通和延展？  

针对这个问题，有人主张，年度财政平衡事实上无法做到，财政平衡应该建立在动态基础上。如果在一个经济周期内，萧条时期的赤字与高涨时期的盈余能够相抵，这也是一种平衡。还有人主张，考察财政本身的平衡问题没有意义，需要考虑的应当是财政的经济效果。如果财政能够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即便出现财政赤字也没有关系。应当认为，随着财政平衡被打破，公债的规模日益扩张，财政风险和预算缺口也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就更应该强调财政健全，防止财政突破最大承受能力，引发财政危机。是故，尽管实施财政健全主义的方式可以调整，但财政健全主义的理念应当坚持。

财政健全主义基本内容有以下五项：其一，经常性收入必需维持平衡。从历史渊源来看，经常性收支代表着最传统和最狭窄的政府职能，历来就属于必须保持平衡的项目。从风险控制来看，经常性支出中大多属于消费性开支，难以在经济上产生利益回报。其二，公债只能用于具有公共性的建设项目。这主要是因为建设性项目具有直接偿还债务的能力，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财政借款的风险。其三，公债应当遵守实体法上的风险防范机制。应当界定公债的范围，为公债设定最高金额上限和最长时间期限有必要设立偿债基金。其四，公债应当履行程序法上的审查监督手续。如一般情况下，国库券的发行应当遵守财政法定主义，由权力机关直接以立法的形式加以规定，另外在监督方面，则应该建立完备的债务监测、统计和预警公告体制，按照一定的指标及时向人民披露各种公债信息。其五，有限肯定地方财政的募债主体资格。如果将权力有限地下放地方政府，使募债主体多元化，中央政府在防范财政风险方面的机动性就会得以增强，整个国家的财政风险也会随着下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关于预算和预算法的基本指导方针，则认为归责性、透明度和公开性、完整性和真实性是国际上预算法律原则的三个关键主题。
这是从财政收入平衡的角度对财政健全主义进行抽象解读和归纳阐释。就财政收入行为而言，财政健全主义主要体现的对其调控的一种合理性，即立基于财政平衡原则上的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在这里。财政收入行为调控的合目的性是指行为实施能够达到提供有效而充足的公共行政给付，财政收入行为调控的合规律性则是指财政收入行为的运作应当体现符合如财政稳定、预算平衡等财政经济一般要求和规律。财政收入行为的此种合理性调控，将财政稳定、财政健全和财政法定紧密结合，并加以在财政法律制度中加以贯彻。

三、财政平等与财政收入行为的正当性调控

财政平等在价值上包含对正义的理念取向，在制度上则体现为一种平等的对待。它既包括财政收入方面义务人的平等牺牲，也包括财政开支方面权利人的平等受益，还包括在财政程序方面的同等条件同等处理。对于财政收入行为的调控而言，预算的编制和变更与财政资金的收支流向都应贯彻一种公平观念，即基于公平正义的国家向所有公民的平等给付。财政法所追求的是一种与市场经济良性互动的民主和法治状态，平等主义既是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也是政治民主的有力保障。财政平等主义的公平观，既包括起点的公平，也包括过程的公平，无论在实体法还是在程序法上都可以表现为一种平等的对待。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公平意义下所衍生出的平等，并不代表绝对的平均或无差别。预算编制的指导原则在于在公共财政大框架下，合理调控和分配经济资源和财政要素，实现财政收入下的平等课征和财政支出下的平等受益，在达成财政学意义上公共财政国家和公法学意义上现代给付国家的暗合和统一，实现经济伦理公平和社会普遍正义。

在财政收入行为的调控而言，财政平等主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首先，就政治参与层面而言，在预算的审批与通过中，国民享有平等的参与权。其一，人民在民主原则下平等选举代议制机构，以行使制约和监督政府预算的权力；其二，代议制机构在通过预算时，一人一票，以平等形式来行使立法权、财政审查批准权和财政监督权。其次，就预算收支层面而言，预算收入和支出应当体现平等负担和平等给付原则。其一，在预算收入方面，税收课征应当体现平等课税原则和量能课税原则，费用征收应当体现受益负担原则；其二，在预算支出方面，相同的情况应当相同处理，不能因为人为原因导致受体之间的差异过大。再次，在预算管理和监督方面，部门和地区间财政关系的处理应保持最低限度的平等和均衡。其一，各部门之间的财政预算经费应当体现职能需要下的公平和平等给付，其二，中央政府通过转移支付支援相对落后地区或横向的富裕地区给予落后地区的援助应当体现基本均衡。

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财政收入行为调控在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中所体现的正当性，在财政平等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日本税法学者金子宏认为基于日本宪法上对作为自治权之课税权的规定，税法之原则还包括自主财政主义。在居民自治下，地方税的课赋及征收一定要依据居民代表机关——地方议会所制定的条例原则来进行。而此一地方裁量权的实施，却必须符合国家对地方公共团体课税权所设定的统一标准和原则。
在财政结构面上的考察，中央地方分权基础上建构的财政收入行为与两个方面有关：一是地方政府承担的职能，二是它们在提供服务的决策自由权。
在基本权保障面上的考察，中央地方的财政分权实际上则是以人性尊严为基础的平等原则在国家结构形式之上的反映。这是因为，财政收入行为从宏观上讲是国家财权调配的过程，而从微观上讲，公民基于财产权的量能给付而必须得到在分配正义法理上的无区别回报。

近代以来，法治是与国家社会的二元分立的政治基础以及工具理性和实证主义的思想观念紧密相联的，法治的价值取向体现为形式意义上的程序保障和民主制度。而现代以来，国家开始广泛干预经济生活，社会福利和基本人权逐渐被关注，法治的价值取向开始体现为实质意义上的社会公平和实质正义。
在财政收入行为的法律调控中，此种趋势的体现在于预算编制的人文关怀和财政倾斜。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社会阶层间的财政收支关系方面，应当保障每一个弱势群体同等的机会和待遇，不能出现制度性歧视；其二，在最低人权的保障方面，财政预算应当保障每一个公民的生存权、受教育权等基本人权，为社会弱者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救济。罗尔斯指出，“一个社会体系的正义，本质上依赖于如何分配基本的权利义务，依赖于在社会的不同阶层中存在的经济机会和社会条件。”
财政预算虽然在外观上体现为一种计划报表形式，并是依附于行政权力和行政职能产生的，但也反映出财政职能的独立性及其隐含的权力性因素，其中财政平等主义的考量是财政分配的基本要义和指导原则之一，财政收入行为的法律调控也是以此为基本前提。


第三章  财政收入行为的法律规制

如前所述，财政收入行为按不同的标准可以作出不同的分类，比如可分为强制性财政收入行为与非强制性财政收入行为、中央财政收入行为和地方财政收入行为、基本权财政收入行为和非基本权财政收入行为等等。不过此种分类具有的法理意义高于其具体的制度意义，也即可以在调控原则上对其进行“质”上的理念分析，但在财政收入行为“量”上的设定规则上此种分类只具有指引性的统制作用。所以，对财政收入行为的规制制度研究，需要在具体化的财政收入行为上进行展开。而从概然性的层面出发，财政收入行为的法律规制应当立足于从财政学中承继和发展出来的受益负担原则和量能负担原则此两项，
同时以法定要素和公平考量此两项作为统领财政收入行为法律规制的基本主线。

第一节  税收行为的法律规制

《德国税捐通则》第三条第一项对税作出的定义是：“税捐乃金钱给付，其并不构成一项对于特定的对待给付，而且是由一个公法的公共团体，为获得收入之目的，对于一切满足法律所定给付义务的构成要件的人，所加以课征；其获取收入得为附随目的。”这个定义较之我国内地目前财政学界和财政法学界对税的形式定义，
具有更为明确的法律内涵和要件构成。从经济之观点，税收是消费权由纳税者移转至政府（Taxes transfer spending power from the taxpayer to the government ）。此种人民之金钱给付，系作为财政国中国家财政收入之核心要素，国家经由课税权之行使，将人民财产权转换成公法之强制性财政收入。

一、税收法定主义的约束

税收法定主义的基本内容，学者们都有不同的解释和叙述。
按传统观点，税收法定主义大致包括税收要件法定原则和税务合法性原则。前者要求有关纳税主体、课税对象、归属关系、课税标准、缴纳程序等，应尽可能在法律中作明确详尽的规定。后者则要求税务机关严格依法征税，不允许随意简征、停征和免征，更不能超出税法的规定加征。日本学者北野弘久则将税收法定主义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传统的税收法定主义，第二阶段为现代宪政条件下涵盖立法、行政和司法全过程的税收法律主义，第三阶段则为基于维护纳税人基本权的财政民主主义的更广意义上的税收法定主义。
但不管是传统的税收法定主义也好，还是现代的税收法律主义也好，税收法定主义的主要意旨在于税收各要素均应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并在税务实践中确实按法律规定来实施。

在法理意义上，税收法定主义包含四层意思：一是法律优位，即税收的取得、使用和持有均应符合形式意义上法律的规定，排除行政法规等下阶法源的越位适用；二是构成要件明确，即课税的各项要件均应明确具体，排除税法中概括条款和弹性规定；三是排除类推适用和溯及既往，在方法论上排除法律解释和法律补充的适用；四是法律保留，即税收法律中的特定事项须由法律予以规定，授权立法亦不得侵入此原则。税收法定主义体现对税及其课征机关的严格控制，目的在于更大限度的保护纳税人的基本权利。
也即税收行为的规制应当在法律严格授权的基础上方能进行，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税收法定原则实际上是基于纳税人权利保护的观念而对征税权施加的一种苛刻约束。
具体而言，税收法定主义对税收行为的规制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展开。其一，课税要素法定原则。课税要素通常认为应包括税法主体、征税客体、计税依据、税率、税收优惠等。课税要素法定原则要求课税要素必须且只能由议会在法律中加以规定，即只能由狭义上的法律来规定税收的构成要件，并依此确定主体纳税义务的有无及大小。其二，课税要素明确原则。依据税收法定主义的要求，课税要素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征税程序不仅要由法律作出专门规定，而且还必须尽量明确，以避免出现歧义。亦即有关创设税收权利义务的规范在内容、宗旨、范围方面必须确定，从而使纳税义务人可以预测其税收负担。其三，稽征程序法定原则。课税要素及与其密切相关的、关涉纳税人权利义务的程序法要素均必须由法律予以明确规定，在这一前提下，税收行政机关必须严格依据法律的规定稽核征收，而无权变动法定课税要素和法定征收程序。另外，从保障纳税人基本权的角度讲，税收法律的制定以及税收法律的执行也均要遵守税收法定原则。

二、实质课税原则的适用

实质课税原则是指为了达到税捐上负担之公平，不仅在于其形式上之意义，尤应依其实质意义，以求其实现。
 实质课税原则包含两层意思：一是量能课税要求：课税原系加诸人民之经济负担，而为保障经济负担之公平性，个人之负担应按其经济上之负担能力而定，故税捐之课征，与其依据法律之形式，毋宁衡量经济之实质；二是税捐规避之防止：按税捐公平原则系税法基本原则之一，为实现此一原则，对于用以掩饰真实所为之伪装行为、虚伪表示、事实之隐藏及其他各种租税规避行为，均有加以防止之必要，而实质课税原则即为防止之手段。

实质课税源自德国的经济观察法，它由税收负担公平原则所导出。其在理论上的延伸又产生了法律实质主义与经济实质主义的区分，而无论是站在哪一种立场，对纳税人之纳税经济关系的考察却是两种观点的共同耦合之处。就税收规避的角度而言，税收规避产生于私法意思自治与税法形式理性之间的矛盾。公民之课税义务是以政府公共支出为一体两面之反映，但若私法上的这种不诚信或曰侵害行为影响了税收行为的一般秩序，那么法律上的实质约束和深层规制就成为非常必要。实质课税的精神宜通过立法的形式予以体现，但不应当制定过于宽泛的条款，否则就为征税机关的恣意妄为提供了可能的空间，这也是与纳税人基本权的有效保护背道而驰的。

考察量能课税观念在税收理论和法学理论上的历史演进，不难发现量能课税作为一种学术思想自是勿庸置疑。但是进一步而言，量能课税是一种财税思想还是一种法律原则，则需要认真研判。在此一要点上，两岸学者曾有过精彩的辩论。特别是在对间接税的适用方面，量能课税是需要在效力上作出特别限制的。另外，量能课税是否可以一统于税收法定原则之下，或是只作为一种技术上的处理，也是慎重考量的问题。但是不论是财税思想还是法律原则，量能课税作为一种对整体税负进行公平考量的财税法制基本理念仍得到普遍赞同。

其实，关于税收法定原则与实质课税原则，学说上就有“税捐法定主义优先说”、“实质课税优先说”以及“折中说”之争议。
实际上，税法之基本理念在于形式与实质之一体两面，本是相互调合和补充。实质课税原则作为实现税捐正义之实质手段，并不能补正课税构成要件之欠缺，亦不得超过其可能之文义范围，否则即违背法安定性之要求。因此，课税要件法定主义之要求，并不许透过实质课税原则而规避法律适用。联系到税收正义的问题是：一是税收关于在国家对个人的关系中的分配正义：国家可以给个人强加多少税收负担；二是税收反过来也是关于个人对国家的义务：为了在法律秩序框架内执行集体任务，个人应当在什么样的程度上做出财政贡献。以此为基础，统合于税收法定与实质课税两原则之上的税收之正义即得以实现。

三、税收基本法律的制定

我国在立法上是否存在税收法定主义，这是学界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基于对“法定”之“法”以及宪法上关于税收制度的规定的不同理解，人们的看法也不一致。如果对法律作广义的理解，包括法规等授权行政立法的，那么此种法定主义明显不应当实为税法基本原则上的法定主义，因为此种看法明显与议会及法律保留背道而驰的。另外，我国《宪法》第56条的对公民纳税义务作出了规定，即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如果认为其规定在“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仅是对公民纳税义务的一种确认，那么宪法意义上的税收法定主义也无法名副其实。

我国目前关于税收制度的法律数量非常少，基本法律方面只有《宪法》、《立法法》和《税收征收管理法》，而在具体部门法方面除《个人所得税法》以外，全部是以条例的行政法规制定。即便是其中的相关规定，也且显得格外简略。在法治国家和宪政国家的建设方面都取得突出进展的当前，适时进行税收立宪势在必行。如税收立宪的范围、税收公平原则的确认、征税权的划分、确定立宪的方式等等都需加以明确规定。
同时应当制定《税收基本法》，明确什么是税收、什么是税法等基本范畴，以及其他的如税法的宗旨和基本原则、税法的调整对象、税法的执行权限等。此外，制定税收基本法是解决其他税种立法的根本，如增值税、消费税等的立法。因此，尽快制定中国的税收基本法，是健全和完善中国税收法律体系的迫切需要。
考虑到税收法治是构建法治社会的突破口，
税收法定主义在立法上的承认就显得尤为必要。这一方面体现在税收立宪和制定基本法方面等基础性法律的立法方面，其中还包括《财政收支划分法》、《财政监督法》等相关的财政收支和财政管理方面的法律；另一方面也体现在各单行税法宜适时转变或制定为相对高阶的法律，比如《增值税条例》、《消费税条例》等现行行政法规的效力位阶的提升，以及统一的《所得税法》等直接以高阶的法律形式出现。在当前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背景下，适时转变税收立法的基本取向，而藉此契机实现税收法定主义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授权立法在一定时期起到了过渡、谨慎和适应专业性要求的技术作用，但是随着税法理论的不断完善和税收实践的深入发展，这些税收方面的授权立法还是应当回归到法律保留和议会保留的层次上来。

第二节  规费、受益费行为的法律规制
从财政学的角度来看，税与费尽管在征收方式、征收时间、征收目的和成本收益原则等诸多事项上存在不同，但作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方式，两者都具有筹集财政资金、提供公共产品和克服市场缺陷和外部性的功能。就此而言，税与费在财政理论的实质层面依然是统一的。然而从法学的角度来看，由于税与费的概念差异以及理念阻隔，无论是从理论框架的产生和构建来看，还是从实践样态的表现和发展来看，税与费之间都存在着明显的法律界限，这也使得立法对于税与费的规制，体现为不同的基本原则和差别化的具体制度。在我国，类似于规费(Gebühren)、受益费(Beitäge)的金钱课征统称为费用，
而在德国法上的专有名词则是受益负担（Vorzugslasten），对其进行法律规制，首先应当受到受益负担之基本原则的约束。

一、受益负担原则的约束

受益负担原则是指费用作为财政收入的一种，应当体现使用者付费的基本精神，实现财政公权和财产私权利益交换和平衡。受益负担之前提为国家之给付，经由此给付所增值之个人财产，借受益负担返还国家，受益负担较之租税更可具体落实受益者付费观念，使国家行为介入后，仍保持私人财产价值之中立性——接受国家给付之整体财产，保持不变。
从实质意义上讲，受益负担之意旨即在国家与社会的二元交错体制中，建构一种既能保证国家以对待给付为基础，使社会成员得以受益的公平和理性，又同时使得社会自身成员之间的交易原则不被破坏的秩序规则。对于规费和受益费而言，此种交易关系又分付费人与公共团体之间，以及付费人与非付费人之间两个方面。前者是一种提供公共服务与支付相应费用的对价关系，满足这一基本涵义即为公平。至于后者，付费人是公共服务的使用和受益人，非付费人则排除在此项利益之外。只要收费的标准和程序符合法律的规定，有偿受益的法理即能予以公平的阐释。

受益负担实际涉及特定的利益交换和分配，这以国家公共给付与公民支付金钱为作用之两极。受益者付费原则是指在规费、受益费征收的法律关系中，行政行为和公共服务的利益效用，限定于付费者这一特定范围，从而使公共资源得到有效调节，同时也确保特定给付中权利义务的配置公平。就此种利益平衡的实现方式或曰规则分解而言。受益者付费原则也可细化为如下两个方面：一是费用涵盖原则（Kostendeckungsprinzip），一是对等报偿原则（Äquivalenprinzip）。同时，这两个原则也将受益负担可容许的金额以及受益负担转化为税捐的基准作出了限定和厘清。

费用涵盖原则源自于法治国家之比例原则（Äerhaltnismaßigkeit）。比例原则是指基于宪法上人权保障之基本要义，在妥当性、必要性和均衡性三者之间实现一种公平的基本观念。
基于此，对费用涵盖原则的理解应该有以下两层含义：其一，按经济自由主义原则而言，认为受益负担仅得涵盖其行政与维护费用，包括其利息以及花费资本的偿还的支出在内，亦即其负担费率原则上仅能按照上述标准加以衡量。其二，此一原则并非取向于个别情形，而是取向于在特定期间内，不得意图超过对于特定的行政给付的人力的及物质的行政花费。同时，这种规费的费率，也不得因重大的低于费用涵盖范围致扰乱与其相对应的私人设施的竞争关系。

对等报偿原则，乃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建立的原则，系从宪法上禁止过分原则（Übermaßverbot）所导出的。认为应以对于国民提供给付的价值，作为受益负担额度的基准。亦即必须在规费与行政机关所提供特定给付的价值间，具有相当的关系存在；其给付与对待给付间不得有显然不相当的情形存在，故其与费用涵盖原则不同，乃是取向于个别情形。
实际上，一项费的负担是否合理，不仅应从受益本身去衡量，更应从该项给付的品质进行研判。从经济效率角度来看，“费应当反映服务的边际成本”
。而从法的对价理论和公平取向来看，“能否创设新的或提高旧的受益负担，完全在于其行政行为之品质而定”。

二、费用理性主义的提出

现代法治理论认为，公权力介入到私人财产权时，必须以宪法和法律作为依据，以保障私人财产利益不受公权力的侵害。当法治国的观念被引入财政领域后，公平正义思想也渗透到财政过程的每一环节。国家选择税费作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方式，一方面受制于税费之间应然的区分和界限，另一方面也受制于税费赖以依存的特定经济社会环境。但不论是选择何种方式，均应体现对公权力的制约以及对私权利的保护。正如德国学者Vogel所言，公权力介入社会时，单纯公共利益的增进，不足以作为其正当化的基础。除此之外，还必须考量比例原则，即必须保证及时介入是必要的，且介入时须采用对人民侵害最小的手段。

收费的规制也首先体现为一种法定原则，即费用的取得、使用和持有依然须在法律的规范内运行。但是这种法定原则有别于税收法定主义。税收法定主义强调税在实质和理念上的法律约束，而收费只是在形式和制度层面上受到法律的约束。费在具体运行上包含有相当大的自主和弹性空间，如法律规定在特定地方事项上由地方机关决定，具体决定过程和结果则由此机关民主运作。此类收费之行为本身，也即属于地方财政自主的基本范畴。

收费之法律规制体现为对其公意性理念的捍卫，也即突显费在确定和使用上的理性主义。这可从三个层面展开：一是法律的先决性。即费的产生以法律的规定为基本前提，任何费的产生和运行均应置于法律的秩序框架下，排除费的任意设定；二是费源的对应性。即基于费只是使特定人或群体受益，在征收上应体现对象的限定性，只针对受益者或可能受益者收取，排除费的搭便车效应；三是程序的公开性。即基于不可能每一受益者均参与决策，同时这些受益者也不可能被准确找寻，而费的决策者也并非完全是受益人的代表，故为保障收费制度运行的公正性，必然要求固定而公开的法律程序。

法律对收费进行规制的理念核心，在于两种取向的价值整合：究竟是着意财政工具的理性选择，还是强调公权力的合理制约？前者偏重于从经济和财政角度看待财政工具的价值，在对费用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的基础上，提炼出外于经济规律的法律蕴涵；后者则是从国家和宪政的角度出发，研判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地位及其相互作用的法理，在工具性价值和目的性价值的对立中寻找契合点。然而，不论是财政工具的理性选择还是公权力的合理制约，作为收费规制基本原则之一的费用理性主义，都体现出一种利益衡量中的实体公平和程序正义。其中所谓之理性的要义在于，既注重在保护私权利的同时，对个体效用进行分配和引导，又注重在约束公权力的同时，保证社会整体效用的取得和维持。

三、税费区分之规制层级

税收立法应当上升到宪法的层次，但收费立法则属于行政法范畴。行政法的基本要义在于行政公权力在程序上的约束，费用之法律规制的关键点也在于此。具体而言，收费立法的行政法属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公权力约束的取向，以保护私权利不被肆意侵犯；二是法授权约束的取向，即在法授权的范围内方可为收费行为；三是程序约束的取向，即不介入收费定价裁量本身。另外，作为行政法的特别组成，费的立法也有其区别于其他行政法的特殊点：一是裁量权的相对高阶性，即在职能团体或机关意欲对特定事项收费时，应交由其上位一级政府决定，以保证利益的衡平化；二是费种设置的相对稳定性，即一旦某项收费被设定，尽管可能因随情事而需变更，但还是应与人们的期望和信赖相适应，而保持其相对稳定性。

在税费立法位阶既定的情况下，自应不会出现税费立法冲突。但当税收立法权被授权行政机关行使时，税与费的立法是否会出现竞合，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授权立法或曰委任立法，主要涉及到两个方面：一是立法机关是否可以授权行政机关立法，二是立法机关如果可以为授权，应如何授权。前者主要指的是国会保留的问题，在保持法的安定性和议会民主公开的前提下，可以把部分立法权委托行政机关。至于后者，一般认为在授权规定在内容、范围及目的上已经足够明确时，可使行政机关适当分担立法负荷。
这样，税收立法即便是授权立法的行政法规，也是来源于税的宪法层面上的授权，所以在税费立法上并无具体财源事项的冲突和竞合。只要严格按照立法层级效力的高低不同，研判和选择存在位阶差异的税费立法，在法律适用上也不会存在界限模糊和守法失范。

“历史表明，凡是在人类建立了政治或社会组织单位的地方，他们都曾力图防止出现不可控制的混乱现象，也曾试图建立某种适于生存的秩序形式。”
财税法律制度本身也是体现这样一种秩序。将税费关系特别是税费界限准确把握和辨明，一是可以使财政收入制度更加科学和合理，并相应体现政府支出与收入之间的关联公平，二是可以在法治国的大框架下，合理构建国家与公民、政府与市场、公共利益与特殊利益之间的契合。当前我国大力开展的各项税费改革活动，本身并不是以税费关系的实质变更为己任，而是在业已变异和错位的税费实践中，涤清和还原税费关系的本来面目，并从税费的基本法律界限入手，引导和推进不同财政形式的理性选择，以及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法治化。

第三节  政府性基金行为的法律规制

对费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上理解。在狭义的层面上，费是指基于受益负担理论，以现实的和潜在的对待给付为要件，在政府与公民间形成的价格关系（经济学上理解）和债权债务关系（法学上理解），具体而言，包括规费和受益费两种。在广义的层面上，费还包括基于特定经济社会政策需要，而以专项基金方式收取和使用的各种政府性基金。
在我国财政理论界，谈到政府性基金的性质，一般都只是抽象地认为是一种政府性收费。而从实质意义上讲，此种政府性收费，也即德国法和我国台湾地区所称的特别公课。特别公课之一般定义可以表述为，为完成经济行政领域的特殊任务，而对特定群体课以特殊的金钱给付义务，其收入亦流向特定之用途。此处，结合德国法上的特别公课理论，重点对政府性基金的法律规制作出专门探讨和分析。

一、政府性基金的不确定性

政府性基金作为一种基于特定政策目的，而向特定群体而征收的专款专用的费用，不是我国特有的财政形式，现代各国和地区均有类似的财政收入方式，如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特别公课（也称特别捐，德文Sonderabgaben）、美国的Earmarked Taxes等。但就形成背景而言，我国内地的政府性基金却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类似公课或特别捐完全不同。世界各国特别捐、特别公课的产生是基于近代以来，政府职能的不断扩大和税源相对有限，而进行的财政收入手段创新，而我国政府性基金问题的凸显，则是基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国家职能的转换和由此而来的财政进项之自我缩减。不过，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特别公课之学说理论的借鉴，因为政府性基金和特别公课两者间，只是有语词上的差异，而其外在特征和内在实质却是大体一致。台湾地区承继德国特别公课学说和理论，相对比较成熟，对我国内地政府性基金的理论构建和立法设计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关于特别公课的特征，学者们表述方式并不一致。有学者将特别公课概念的内涵归纳为以下四点：其一，特别公课的课征有其所欲追求的特别经济或社会目的，而非仅限于财政上的目的，因此，其收入不得被用以支应国家一般性任务的财政需求。其二，特别公课是用来实现特别任务，与一般税的缴纳义务人比较起来，特别公课其负担义务人与该特别任务的关联性较为密切，能与一般大众有所划分。其三，对特别公课的缴纳义务人而言，国家不需为相对应的对待给付。其四，特别公课的课征是以金钱给付义务与负担理由之间需存在特殊法律上关连，此种特殊法律上关连的要求，亦为特别公课容许性的重要审查基准。
另有学者将特别公课的特征简化为五点：一是政策目的性；二是被课征群体特定性；三是特殊法律关联性，四是非对待给付性，五是专款专用性。

对特别公课特征的理解，应当从特别公课的产生背景和现实状况的双重角度着手，而不应纯粹地追求其严整和精细层面上的涵义。这是因为，现实经济生活的需要总是使得特别公课的形态和方式日益丰富和多样化。特别公课实际上是一个具有特定前提的兜底性的集合概念，如若能在外部特征和类型区分上，对其有一个初步的把握和认识，就可以基本了解特别公课的大致内涵和外延。只是随着特别公课类型的不断发展和增多，分类中引出的问题，如诱导性的特别公课，如何同诱导性租税相区分；有平衡功能的特别公课，如何与目的性租税相辨别，等等，均成为理解上的难题。尽管如此，特别公课还是不易和不必要采用高度完整和准确意义上的界定方式，而只基于特征和类型展开，以免挂一漏万，反而失之泥浊。所以，特别公课在本原和运行上的基本特征，就是其无法归纳和提炼某一具体性要件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二、抽象层面上的法律约束

以人权为保障为重之现代宪政国家，不单纯因宪法上抽象之义务规定，人民即负服从与缴纳之义务，而须另有较具体的法律依据。但立法者欲引进一新税目时，首先必须基于其立法权限。而由于财税系现代福利国家之重要工具，在可预见之将来，许多新的税目甚至所谓之“杂税”（Bagatellsteuern）,均将引发争论，尤其在地方财政困难之际，开辟新财源，终将成为地方自治之重要课题。
特别公课由于并不流入国库，并非一定以获得财政收入为目的，因此并非税捐，但其课征也并非毫无限制，否则将有违公课负担平等原则。而另一方面，基于特别功课的财政收入（Die Finanzfunktion）、平衡（Die Ausgleichsfunktion）和促进诱导（Die Arreizfunktion）之三大功能，
其在财政运作中的地位突显，也迫切需要得到法律上的评价和控制。所以特别功课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成为法律对其在抽象层面上进行法律约束的两个基本要义

就特别公课的正当性而言，可以从从两方面来展开：在收入面，为负担平等原则。宪法平等原则落实于财政法领域，要求人民财政负担必须平等。在不具有对待给付性质特别公课的领域，平等原则的具体适用，是以责任为基础的负担平等原则，其原因在于公课义务人其缴纳义务与负担理由的特殊法律关联。在支出面，为专款专用原则。特别公课是向特定群体课征，以支应特定的用途，而且系对缴纳义务人群体有益的事项。这里专款专用的意蕴，包含支出层面上受到预算的特定用途保留，而纳入特种基金和专户。

至于特别公课的合法性基础，则有三层意思：其一，法律保留原则。申言之，一是征收目的、对象、用途应由法律定之；二是特别公课的法律保留要求不若租税，三是不可因不能详尽授权而为概括授权。其二，比例原则。可分为三个位阶：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及狭义比例原则。适用时以此先后依次进行。其三，定期审查原则。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判决认为，特别公课系税捐之例外状态，其所欲达成的任务，原则上应属一种具补充性、次要性与时间性要件的财政工具。为避免财产权受延迟过度的侵害，立法者应于相当时间后，积极检讨实际状况，而决定是否应变更、废止和继续维持。

特别公课固然可以用来因应现代给付国家租税功能转变的现象，作为补充性原则的考量，而改善现代给付国家政府支出扩张的现象。然而，由于其并非由全体人民共同负担，而是向特定人课征，因此，其正当性和合法性的问题必须进一步加以探讨。理论研究的角度不同，固然会造成不同的论述和分析。然而，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谈，都不会脱离以下三个基本层面：其一，在宪法核心价值层面上，即负担人基本权保障基准的确实维持；其二，宪法基本价值层面上，即横向角度公课义务人负担平等及其衍生的集体受益原则，其三，在一般法理逻辑层面上，即纵向角度受益与负担的对等原则和比例原则。以上关于正当性和合法性的展开，基本上是围绕此三个层面来细化和分解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此三个层面的讨论，即能囊括一切公课或政府性基金正当性与合法性的判断依据和所有细节。特定情形下，还需具体探讨。

三、具体性规制原则的展开

按租税国家乃以国家社会二元化为前提，而国家社会二元化乃基于自由主义之理念。其主要观点，在于社会领域之内，基于私法自治所为之运作模式及其功能，在基本价值观实践上，较由国家权力为之者，有较高之水准。基于此种观点，在社会领域内，国家虽非不能完全介入，但国家职权与社会职权产生疑义时，应划归社会。此一观点为Isensee加以发展成“国家补充性原则”作为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宪法上规则与体制原则。之后，此种补充性原则又在1931年被教宗Pius十一世所发通喻昭示之。

特别公课课征的基本原则，是为上述之补充性原则特定化。补充性原则的内涵包括：群体同质性、群体责任以及群体用益性。其中，群体同质性是指特别公课的负担群体，具有外于非受益人的境地和界限，即特别公课义务人集体必须能与集体及一般大众明确区分，立法禁止任意对某一社会群体课征特别公课。群体责任是指同质群体对于公课所欲达成的目的，具有事物密切性。国家经由课征特别公课收入所欲达成的特殊任务，必须为该公课负担群体的事物责任，而非社会全体之责任。群体用益性是指特别公课的收入，基于群体用益性的要求，必须用于对公课义务人群体有利的事项。个别功课义务人是否从支出中受益，不是判断特别公课的标准，而是以该群体是否受益作为判断标准。同时，依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见解，以财政目的为主的特别公课和非以财政目的为主的特别公课，适用补充性原则上也有不同，前者为严格适用此原则，后者则依财政色彩的浓厚程度，进行严格或较为缓和的审查适用。

特别公课的基本原则，还可从作为财政法基本原则的财政民主主义，和作为宪法基本原则的平等负担原则等方面展开和具体化。就财政民主主义而言，第一，在收入面上，应有法律保留原则和授权明确性原则，同时这种法律保留应比租税较为宽松；第二，在监督面上，应有议会对特别公课相关行政命令的监督和定期审查原则；第三，在支出面上，应有专款专用的议会统制。就负担平等原则而言，应建立以责任为基础的负担平等原则。而以责任为基础的负担平等原则，具在受益群体的外部和内部，呈现为两个面向：一是相对于一般人而言，特别公课的负担群体负担特别公课的理由，是因为特殊法律关系关联的存在，二是就负担群体内部而言，其负担平等原则是以责任的范围加以划分。

特别公课课征的基本原则，可从两个层面来看，一是区别于其他财政收入方式的，具有内在规定性的自身原则体现，二是基于其上位原则，在此具体属类上衍生和具体化的特征标示。补充性原则的具体分解，则也正是特别公课的构成要件。但不论是作为认识论的基本原则，还是作为本体论的构成要素，补充性原则都体现出对特别功课内在本质的准确提炼。这对于认识和把握特别公课的课征界限，无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从财政法的财政民主主义和宪法上平等理念出发，来探讨特别公课的高阶原则适用，则是站在统揽和演绎的角度，对特别公课或政府性基金课征的限定性，又作了进一步的深入和细化。

第四节  公债行为的法律规制

一般认为，公债是依据国家财政经济的需要，运用政府信用基础，采取证券发行的方式，与人民或其他经济主体缔订的负债契约。
用一种简单的资金平衡表术语来说，公债在政府的账面上是被记入负债项，而在公债凭证持有人的账面上则是记入资产项。
对于财政收入法而言，公债法有其特殊的地位和性质，一方面公债作为财政收入行为应当纳入到财政收入法的范畴，另一方面公债作为调节国家宏观经济的财政措施和手段，相对应的公债法又必定与财政管理法紧密相联并互为影响。正确认识公债法理基础和规制原则，对理解公债的法律规制路径和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一、公债规制的法理问题

随着近代以来各国由财政危机转为经济危机，又陷于宪法危机的困境。由于国家职能已过度扩展和国家税收停滞不前，财政决策立法程序也相应失衡，公债之发行和隐藏性困境得以滋生，国家财政支出扩展的抗拒力开始消弱。与此对应，基本权之主体——公债的最终负担者，也即将来的纳税义务人的基本权保障受到挑战。
又有学者指出，当今公债发行大量化和经常化的事实，使租税国家原则遭遇到极大的挑战，甚至已经蜕变成为债务国家形态。债务国家的问题点有：一是财政僵化与岁出排挤效应。偿债高峰的到来，对财政支出造成严重压力，并排挤其他财政支出安排，同时还可能引爆潜藏的社会大众对国家财政的信心危机；二是公债的工具性格使得公债具有政策性风险。公债制度的产生和沿革都是基于筹措战争军费，虽然现代国家以和平主义为考量，但并不能因此而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三是公债之隐蔽的权力性格使得国民权利受到侵害。尽管公债的购买具有国民自愿选择的表象，但公债的偿还却是基于租税的课征为担保，在此基础上不能不认为公债具有强制国民的基本涵义。所以，对于公共债务的增加应当持审慎态度。

关于法学意义上公债的负担论与原则论、否定论与肯定论。其中前者是财政学上公债负担理论与宪法学上国民基本权保护理论的连接点。公债负担论是讨论国家发行的公债，将会造成不公平的负担，这在某种程度上与公债的否定论相对应。公债原则论则是指公债在何种场合得被正当化的议论，当然，此种探讨以公债的肯定论为前提。从法学观点来看，公债的否定论理由在于，公债具有两个层次上的不公平，一是代际负担转移的垂直不公平，即公债利益由当代国民享有而负担却由后代国民承受；二是基于建设公债的水平不公平，如建设公债用于地区性建设并主要由地区居民受益时，由全体国民的租税收入承受有违公平基本法理。另一方面，公债的肯定论则从两个方面回应：其一，针对世代间的不公平，法律上一般禁止赤字公债，而将公债限于建设公债，这样减缓或消除后代的负担而使其享受建设投资的受益。其二，对于当代的不公平，可以将公债的发行、购买、利息免税的项目予以修正，尽量符合公平原则即可。

对公债法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考察后，可以财政法的基本原则为起点，将公债法的基本原则归纳为四个方面：其一，公债平等保护原则。其二，公债债权人保护原则。其三，公债议会议决原则。其四，公债财政健全原则。具体而言，公债平等保护原则是从宪法上基本人权中平等权出发，对于公债负担论与平等保护、公债原则论与平等保护两方面，来讨论全体国民在宪法平等权保障下的公债问题。公债债权人保护原则有别于前述全体国民之平等保护，而以个别公债购买者，自其宪法上生存权、财产权的角度出发，讨论其公债本金利息请求权的保障与程序上救济等问题。公债议会议决原则是从宪法上的民主国原则、法治国原则为起点，到财政宪法、财政法所称的“财政民主主义”，自上而下贯穿整体，并往下延伸到一般行政法上“依法行政”的“法律优越”和“法律保留”原则，而建构出公债法学上公债议会议决的要求。公债财政健全原则则是从预算的强制平衡谈起，乃至公债财政健全所具备之原则：建设公债、公债上限、公债期限和债务基金等四方面进行展开。

二、财政健全原则的展开

有学者对公债财政健全原则的意义、宪法基础、法律层面观察和实践方法进行了考察，认为基于我国台湾地区“司法院大法官释字第三三四号解释”所揭示，公债财政健全主义是为宪法层次上的规范，所以财政法上的财政健全主义与公债财政健全原则两者相当，并无严格区别。公债财政健全原则的宪法基础在于国家永续发展和人民的权利保障，而从自由法治国家和民生福利国家的观点探讨，可得出这样的结论：租税国危机是基于公债发行失去控制的事实。然而在迈向福利国家之际，不但在财政负担出现问题，更重要的是个人自由逐渐丧失。就法律层面而言，基于台湾地区“预算法”修正前后的考察，可以发现立法中财政健全要求的突显和加强。就财政健全主义的实践方法而言，基于财政健全成为财政营运的重要基本原则，必然要求当然立法与实践以财政平衡为目标，并达到零公债或零负债的状态，此为其第一选择。但此情况在现实上恐难以实现，因为公债已成为不可逃避的宿命，而只有建立原则而严格规范方才是达成财政健全原则的第二选择。

财政健全原则可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其一是强制平衡预算。此制度以美国法最为值得参考，美国“平衡预算”宪法修正案和“择项否决权”的提出对于赤字财政的控制有重要意义。其二是建设公债原则。现代各国均舍弃赤字财政的提法和政策，而采建设公债作为举债的基本内容，以将所借资金用于建设而使将来还债的资本得以回收。其三是公债上限法定原则。不过，若以公债的狭义广义为基础，考察各国各地区的相关法律规定和现实举债状况的反差，可知此项原则在适用上依然不可乐观。其四是公债期限限制原则。基于政党政治的届期化、代际间的不平等、公债的隐蔽性格以及利息累积效应的考量，法律应对公债特别是长期公债，在期限上予以严格和明确的限制。其五是债务基金设置原则。债务基金是指依法定或约定的条件，筹措财源以供偿还债务本息的专门款项。基于提高政府信用、对现行公债体制的改进以及基金的国库调节功能，应当考虑进一步加强债务基金设置和管理，将债务基金作为强制性规定，以有效缩小公共债务的规模。
财政健全主义的要点在于公债发行的前提基础在于不影响预算平衡，这也是预算法治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要义。财政健全主义是一种财政收入行为运行上的指导方针，至于如何在法律制度上和财政安排进行设计，尚待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国家政权建立及运作均需建立在安定的财源支持下，而其财政上的前提条件，即在于财政的健全性。财政健全主义又称“非募债主义”，
是指国家的岁出不应以公债、赊借等收入支应，这应是公债法的重要设计点和考量面。就具体的下位原则而言，强制平衡预算和建设公债的原则虽然立意甚好，但是正如该学者所述，实际效果并不尽然。对于公债上限法定原则而言，上限宜以综合考量而以法律规定，但在实质上，却是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间经由冲突而妥协的产物。同时，就公债期限原则和债务基金的设置原则而言，政府往往基于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的目的，而阻碍和延迟此两项原则的法制化和现实化。尽管如此，这些思路和原则的提出，毕竟是一种合乎健全财政主义要求的理论进步，依然值得肯定。

三、经济周期的公债规制

在财经理论上，公债发行一方面作为弥补财政赤字和供应公共建设的有效途径，起着公债行为的基本功能，而另一方面，公债发行也是国家财政政策的积极实现方式，对熨平经济周期和实施宏观调控也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在法学理论上，公债发行对基本权主体（公债的最终负担者）、行政及立法权分际、中央与地方权限划分等均产生影响，而使其在宪法上处于不安定的地位。此时，租税国危机将步向立法危机。立法机关对公债问题所为的立法决策，应受立法机关本身在宪法上地位的限制，并受宪法基本理念之限制。公债发行在宪法上的限制可分两个层面探讨。

第一个层面即财政经济正常时期，有以下五点限制：其一是景气性与结构性赤字。各国均排除赤字财政，但这应当基于该公债是景气性还是结构性的判断。其二是隔代分配问题。具体而言又分为“是否可能”和“如何评价”两个子目，虽然众说纷纭，但公债应用于投资的观念却是不争之事实。其三是限时权力的民主原理限制。依据德国学者Püttner所提出的限时权力理论，政党政治的一个重要点就是只为本届任期进行政策选择，而不考虑未来届期的国民负担。此种作法是违背宪法基本理念的。其四是整体经济平衡发展的限制。也即公债发行应当考虑整体的经济状况，以免造成地区受益不公平和国民负担与受益比例失衡。五是其他宪法上的适当限制，即其他宪法原则对公债发行的理念上约束。

对于第二个层面即财政经济非常时期，宪法应以例外的状况予以处理。具体而言，有以下内容：其一，公债发行应同时公布投资总额等附带条款，同时例外允许不受此限的情形。由于经济周期的客观存在性，如要实现反周期的法律调控，必然会对公债发行的一般约束进行突破。其二，公债发行限于投资性特点及其上限，惟紧急处分时不在此限。建设性公债原则是公债行为的基本拘束原则，但若经济紧急状态下，国家正常秩序可能都难以维持，此时赤字性公债亦是可以暂时考量的。
其三，公债发行的要件及其程序要件，此时不受限制。对公债发行进行程序上的约束，主要目的在于对公民基本权的保障，财政经济非常时期下，如若财政系统不能有效运行，公民权利保障更是无法谈起。其四，需要时，可以发行强制性公债。公债发行一般以公民自愿为原则，但在紧急时期，暂时性地约束公民的若干自由也只有其合理性和正当性的。

区分不同经济情况而对公债体现不同的法律规制取向是必要的。在现代社会经济生态日益复杂化和周期化的今天，单一的和机械的公债法制思想已经不合时宜，而应当被全面的和灵活的公债法制理念所取代。当然，这首先应当建立在公债法的基本原则框架内。公债的发行在宪法上的限制与例外，一方面是从抽象的原则立场来约束政府滥用公债工具而侵害公民之基本权的行为，另一方面也对公债法的具体制度设计和实际执行提供总括的指引和思路，具体而言，一是使得立法机关在制定相关立法时有基本的判断依据，二是使得行政机关在政策决定与执行时有可遵循的考量标准，或曰也可使得司法机关有据以裁决判定的参考原则。总之，对于公债的发行在宪法上予以特别规定，是基于公债对国家永续经营和公民基本权的保护的双重立场，而在价值取向上博弈互动的结果。


结  语

财政学意义上，财政收入行为一般是指政府为实现其公共职能，依据其行政和经济权力采取各种形式的筹集、占有的一切资金的活动。在这种理解上财政收入行为只具有常识意义上的经济学内涵，是从财政运作和资金处理的角度来度量的。而在法学意义上，政府收入行为作为财政收入法理论基本概念的提炼，则有其丰富的法学内涵和独特的法律特征，有其专门的构成要件和特定的法律效力。在此基础上，财政收入行为作为一个法学范畴，则还更多地体现了现代社会法律所包涵的基本价值。

通常情况下，财政法的调整对象既可以表述为一种财政行为，也可以表述为一种财政制度，还可以表述为一种财政关系。财政行为着眼于财政主体的动态过程，财政制度着眼于财政运转的外在环境，财政关系则着眼于财政现象的内在联系。
从财政行为理论的角度分析财政法基本问题，在实然法层面上具有两个方面的价值。其一，整合价值。财政行为理论作为财政法学研究的基本范畴，是联结国家财政权、公民基本权和社会经济永续发展这三个财政法基本要素的逻辑纽带，是政府公权力约束与限制和市场私权利维护与张扬的互动桥梁，是财政学研究的制度分析路径向法学的利益衡平维度转化的理论交集。其二，规范价值。当前我国的财政法学研究研究还相当薄弱，仅仅是财政法基本范畴的研究甚或都未得以全面展开。在此种情况下，对作为财政法理论基本构成的行为理论进行研究，一方面是顺应了现代法学研究从结构重心向行为重心转变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也是对财政行为的界定和评价进行了理论上和制度上的统一和规范，并使之对财政运行和财政活动本身具有指导和规范意义。

目前财政收入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经济学和财政学的范围内，并同时将税费问题作为政府收入研究的重点。税费问题是1998以来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经济学偏重于研究税收、费用和价格的关系问题，财政学偏重于研究基于公共产品论的税收和费用的关系问题。而随着“费改税”成为学界和政府的普遍共识，并在实践中积极推行，目前此类研究变得较为冷寂。但是政府获得财政收入往往是以费对价的方式（如税收等），这无疑是以公民财产权的部分丧失作为前提和基础的，所以法学作为权利保障之学理应关注。在法实践意义上，财政收入行为理论则具有三大价值。一是法定价值，即所有财政运作和财政活动均应获得法律授权和许可，国家依法行使财政权；二是程序价值，即财政收支和财政管理均应遵循事先决定的程序来进行，政府财政机关而不得自行更改；三是永续价值，即法律约束财政行为的重要价值取向也在于建立面向经济发展的永续财政，并藉此以实现公民权益和社会福祉最大化。
概而言之，财政收入行为法学概念的提炼与规则体系的重构，以及对财政收入行为的调控原则与法律规制的探讨和研究，使得财政收入行为进入制度化的框架，有利于依法行政和财政法治建设。

本文写作得出的结论或曰体会有三点：一是尽管财政收入行为不似传统的民事行为和行政行为那样具有浓厚的法学积淀，甚至可以说只是类似一种简单归纳式的综合性行为集合，但这并不影响对这种财政法上之行为作出初步的理论探索，虽然本人的学识储备和研究能力有限；二是尽管财政收入行为的研究价值如前述有了法理论和法实践两个层面上的乐观表述，但是这种乐观表述本身却与理论上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没有任何必然的关系，也即这种行为理论本身就面临研究范式合法性的质疑；三是尽管本文对财政收入行为进行了调控原则和法律规制两个面相上的探讨，但考虑到我国财政法制的时代局限以及现行财政法理论的基础缺失，实际上这种探讨也必然地陷于了一个空中楼阁似的学术幻象之中。因此本文也只可能是立基于初步的和观念意义上的简单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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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馨、杨志勇、郝联峰、袁东：《当代财政与财政学主流》，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周文兴：《中国：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公共经济与公共管理的制度创新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高培勇主编：《费改税——经济学界如是说》，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二）论文类

廖钦福：《宪法公债概念及基本原则之研究》，台湾中原大学财经法律研究所1999年硕士学位论文。

辜仲明：《特别公课规范概念及基本原则之研究》，台湾中原大学财经法律学系2001年硕士学位论文。

熊伟：《宪政与中国财政转型》，厦门大学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2005年1月。

蔡茂寅：《迈向永续发展的国家财政》，台湾地区“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专题研究计画成果报告，1999年10月30日。

《“全球化与财税法改革”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大学法学院，北京大学财经法研究中心，2005年5月13－14日。

《预算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德国技术公司，2004年5月24－26日，中国成都。

《中国高校财税法教学改革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大学法学院，2004年4月17日。

葛克昌：《规费地方税与自治立法》，台湾经济研究院“地方开源节流研讨会”，2003年8月7日。

廖钦福：《台湾地区“规费法”评析》，武汉大学“2004年海峡两岸财税法研讨会”论文。

陈新民：《国家的法治主义——英国的法治国与德国的法治国之概念》，载《台大法学论丛》第28卷第1期。

许育典：《法治国》，载《月旦法学教室》2003年第7期。

刘剑文：《中国大陆财税法学研究视野之拓展》，载《月旦财经法杂志》2005年第1期。

葛克昌：《量能原则为税法结构性原则——与熊伟台北对话》，载《月旦财经法杂志》2005年第1期。

葛克昌：《综合所得税之宪法理论与问题——以大法官会议解释为中心》，载《台大法学论丛》第26卷第3期。

蔡茂寅：《财政作用之权利性与公共性——兼论建立财政法学之必要性》，载《台大法学论丛》第25卷第4期。

蔡茂寅：《论公债的宪法课题》，载《现代国家与宪法》，台湾月旦出版公司1997年版。
黄俊杰：《特别公课类型化及其课征正义之研究》，载台湾《台北大学法学论丛》第50期。

黄俊杰：《特别公课之宪法基础研究》，载《中正大学法学期刊》第5期。

黄俊杰：《特别公课类型化及其课征正义之研究》，载《台北大学法学论丛》第50期。

张娴安：《特别捐（特别费）与特种基金制度》（上、下），载《辅仁法学》第12、13期。
陈敏：《宪法之租税概念及其课征原则》，载《政大法学评论》第24期。

郭德厚：《国会审查预算案所作决议之宪法界限探讨》，载《台北大学法学论丛》第52期。

黄世鑫：《筑堤与疏浚——论公共债务法与财政赤字》，载《月旦法学杂志》第67期。
夏勇：《法治是什么——渊源、规诫与价值》，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

沈岿：《因开放、反思而合法——探索中国公法变迁的规范性基础》，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周佑勇：《行政法的正当程序原则》，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刘水林：《法学方法论研究》，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3期。

谢邦宇，黄建武：《行为与法律控制》，载《法学研究》1994年第3期。

漆多俊：《论权力》，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1期。

梁上上：《利益的层次结构与利益衡量的展开——兼评加藤一郎的利益衡量论》，载《法学研究》2002 年第1期。
崔卓兰、蔡立东：《从压制型行政模式到回应型行政模式》，载《法学研究》2002年第4期。

江必新：《紧急状态与行政法治》，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2期。

王怡：《立宪政体中的赋税问题》，载《法学研究》2004 年第5期。

袁曙宏：《论建立统一的公法学》，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5期。

石佑启：《论公共行政变革与行政行为理论的完善》，载《中国法学》2005年第2期。

王全兴、管斌：《市场化政府经济行为的法律规制》，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1期。

熊伟：《财政法基本原则论纲》，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4期。

郁建兴：《在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合法性问题》，载《哲学研究》2004年第9期。

[英] T·A·O·恩迪科特：《论法治的不可能性》，陈林林、傅蔚冈译，载《比较法研究》2004年第3期。

[日]北野弘久：《日本国宪法秩序与纳税者基本权——租税国家的宪法保障装置》，陈刚等译，载《外国法学研究》1998年第2期。

陈端洪：《对峙———从行政诉讼看中国的宪政出路》，《中外法学》1995年第4期。

高鸿钧：《法范式与合法性：哈贝马斯法现代性理论评析》，载《中外法学》2002年第6期。

刘剑文：《关于我国税收立宪的建议》，载《法学杂志》2004年第1期。
刘剑文：《税收法治：构建法治社会的突破口》，载《法学杂志》2003年第3期。

李龙、朱孔武：《财政立宪主义论纲》，载《法学家》2003年第6期。

熊伟：《宪政与中国财政转型》，载《法学家》2004年第5期。

陈瑞莲，刘亚平：《全球化时代的公共行政：危机与重构——从价值观与合法性的视角看》，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廖钦福：《公债财政健全原则之研究》，载刘剑文主编：《财税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熊伟：《公共财政、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载刘剑文主编：《财税法论丛》（第5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贾康、白景明：《中国政府收入来源及完善对策研究》，载《经济研究》1998年第6期。

财政部“中国公共财政管理体制研究”课题组：《中国公共财政管理体制研究》，载《经济研究参考》2002年第56期。

“财政法制建设研究”课题组：《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公共财政体制要求的财政法律体系》，载《经济研究参考》2003年第37期。

王光宇：《关于我国发行地方公债问题的探讨》，载《财经问题研究》2003年第5期。

财政部条法司课题组：《财政法律体系研究》，载《财政研究》2003年第8期。

“地方公债与地方经济的发展”课题组：《发行省级地方政府公债若干问题的思考》，载《财政研究》1999年第11期。

王宁：《试论中国国债管理制度创新》，载《财政研究》2002年第8期。

刘慧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需要完善公债立法》，载《财政研究》2003年第5期。

张馨：《法治化：政府行为·财政行为·预算行为》，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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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袁曙宏：《论建立统一的公法学》，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5期。


� 在英美法系中，由于普通法律程序的观念存在，所以没有明确的公法学传统和分类。有学者从与政治过程联系的方法来研究公法问题，并提出公法思想的结构在于规范主义和功能主义。这实际上与财政法研究中的法律规范注释和财政功能分析的路径维度不谋而合。参见[英]马丁·洛克林：《公法与政治理论》，郑戈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83－193页。


� 有学者从广义的法律行为概念和税收法律关系内涵出发，将税收行为的法学范畴和法律价值进行了初步提炼和简要分析。参见张守文：《税收行为的范畴提炼及其价值》，载刘隆亨主编：《当代财税法基础理论及热点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0页。


� 参见蔡茂寅：《财政作用之权力性与公共性——兼论建立财政法学之必要性》，载《台大法学论丛》第25卷第4期，第59－60页。


� 参见葛克昌：《租税规避与法学方法——税法、民法与宪法》，载葛克昌：《税法基本问题（财政宪法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9页。


� 参见蔡茂寅：《财政作用之权力性与公共性——兼论建立财政法学之必要性》，载《台大法学论丛》第25卷第4期，第55页。


� 参见蔡茂寅：《财政作用之权力性与公共性——兼论建立财政法学之必要性》，载《台大法学论丛》第25卷第4期，第65页。


�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使用的是“更多”一词，表示一种相对而言的价值取向，并非是指阐明问题的实质。


� 参见葛克昌：《人民有依法纳税之义务——大法官会议解释为中心》，载葛克昌：《税法基本问题（财政宪法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8－80页。


� 参见张守文：《税收行为的范畴提炼及其价值》，载刘隆亨主编：《当代财税法基础理论及热点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 参见胡玉鸿：《法学方法论导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


� 学科的划分标准与部门法的划分标准是不同的。法学学科只要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具有能够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就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部门法学。参见刘剑文：《中国大陆财税法学研究视野之拓展》，载《月旦财经法杂志》2005年第1期。


� 对于税收行为的范畴提炼，有学者认为这不仅是一个难度较大的问题，而且，在理论或制度资源不足的情况下，还可能是一个研究风险较高的问题。参见张守文：《税收行为的范畴提炼及其价值》，载刘隆亨主编：《当代财税法基础理论及热点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页。


� 参见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1页。


� 参见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0－93页。


� 参见[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下册），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26页。


� 王泽鉴：《民法总则》（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0页。


� 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40－147页。


� 参见葛克昌：《综合所得税与宪法》，载葛克昌：《所得税与宪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9页。


� 参见[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下册），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26－431页。


� 参见[德]汉斯·J.沃尔夫、奥托·巴霍夫、罗尔夫·施托贝尔：《行政法》（第二卷），高家伟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5－16页。


� 参见应松年主编：《行政法学新论》，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123－125页。


� 参见王名扬：《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34－137页。


� 参见于安：《德国法上行政行为的构成》，载《中国法学》1999 第5期。


� 参见王怡：《立宪政体中的赋税问题》，载《法学研究》2004 年第5期。


� 参见崔卓兰、蔡立东：《从压制型行政模式到回应型行政模式》，载《法学研究》2002年第4期。


� 参见石佑启：《论公共行政变革与行政行为理论的完善》，载《中国法学》2005年第2期。


� 参见葛克昌：《管制诱导性租税与违宪审查》，载葛克昌：《行政程序与纳税人基本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9－88页。


� 参见储敏伟、杨君昌主编：《财政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9－34页；王传纶、高培勇：《当代西方财政经济理论》，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0－31页。


� 关于财政收入行为是否有广狭义之分，理论上还需进一步探索。基于本文只是对财政收入行为的初步建构，下文所述皆在狭义即对财政收入行为一般只作在行政层面上的理解。


� 参见葛克昌：《论公法上的金钱给付义务》，载葛克昌：《行政程序与纳税人基本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19页。


� 参见储敏伟、杨君昌主编：《财政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6页。


� 参见[英]道尔顿：《财政学原理》（第4版），周玉津译，台湾正中书局1969年版，第16－17页。


� 参见李金桐：《财政学》（增订3版），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74－76页。


� 参见陈共主编：《财政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1页。


� 参见贾康、白景明：《中国政府收入来源及完善对策研究》，载《经济研究》1998年第6期。


� 参见张馨、杨志勇、郝联峰、袁东：《当代财政与财政学主流》，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90－293页，第450－487页。


� 这些立法政策和研究成果一般为政府所属研究机构作出。具体理论建议，参见财政部“中国公共财政管理体制研究”课题组：《中国公共财政管理体制研究》，载《.经济研究参考》2002年第56期；“财政法制建设研究”课题组：《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公共财政体制要求的财政法律体系》，载《经济研究参考》2003年第37期；财政部条法司课题组：《财政法律体系研究》，载《财政研究》2003年第8期；等等。


� 参见葛克昌：《人民有依法纳税之义务——大法官会议解释为中心》，载葛克昌：《税法基本问题（财政宪法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8－56页。


� 参见葛克昌：《人民有依法纳税之义务——大法官会议解释为中心》，载葛克昌：《税法基本问题（财政宪法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6页。


� 参见黄俊杰：《特别公课类型化及其课征正义之研究》，载《台北大学法学论丛》第50期，第106－107页。


� 参见葛克昌：《论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之法律性质》，载葛克昌：《行政程序与纳税人基本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19页。


� 参见葛克昌：《综合所得税与宪法》，载葛克昌：《所得税与宪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8页。


� 参见陈敏：《宪法之租税概念及其课征原则》，载《政大法学评论》第24期，第34页。


� 参见[德]Klaus Vogel, Die Finaz-und Steuerstaat, in :Isensee/Kirchhof, Handbuch des Staatsrechts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d.I, 1987, §27, Rn.2. ；[德] Vogel, Die bundesstaatliche Finanzverfassung des Grundgesetzes（Art 104a bis 108GG）, JA, 1980, S.577转引自葛克昌：《地方课税权与纳税人基本权》，载《税法基本问题（财政宪法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7－168页。


� 有学者认为，区分租税和非税公课，在宪法上有三层意义：一是中央与地方权限划分上之意义，二是是否受到租税法律主义之适用，三是基本权利宪法之保障问题。参见葛克昌：《宪法国体——租税国》，载葛克昌：《国家学与国家法——社会国、租税国与法治国理念》，台湾月旦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157－159页。


� 参见葛克昌：《综合所得税与宪法》，载葛克昌：《所得税与宪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页。


� 参见高鸿钧：《法范式与合法性：哈贝马斯法现代性理论评析》，载《中外法学》2002年第6期。


� 参见陈端洪：《对峙———从行政诉讼看中国的宪政出路》，《中外法学》1995年第4期。


� 参见郁建兴：《� HYPERLINK "http://202.114.65.149/tpi50/detail.aspx?QueryID=10&CurRec=34" \t "_blank" �在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合法性问题�》，载《哲学研究》2004年第9期。


� 参见陈瑞莲、刘亚平：《� HYPERLINK "http://202.114.65.149/tpi50/detail.aspx?QueryID=8&CurRec=97" \t "_blank" �全球化时代的公共行政：危机与重构——从价值观与合法性的视角看�》，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 [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56页。


� 参见王传纶、高培勇：《当代西方财政经济理论》，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54－111页；张馨、杨志勇、郝联峰、袁东：《当代财政与财政学主流》，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2－123页。


� 参见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上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1－182页。


� 参见蔡茂寅：《财政作用之权力性与公共性——兼论建立财政法学之必要性》，载《台大法学论丛》第25卷第4期，第58－72页。


� 参见李龙、朱孔武：《财政立宪主义论纲》，载《法学家》2003年第6期。


�  参见周佑勇：《行政法原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9－163页。


�  参见张千帆：《宪法学导论》，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1页。


�  参见周刚志：《论公共财政与宪政国家——作为财政宪法学的一种理论前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2－188页。


� 参见 [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一卷），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3页。


� [美]詹姆斯·M. 布坎南：《民主财政论》，穆怀朋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312页。


� 黄锦堂：《行政组织法之基本问题》，载翁岳生主编：《行政法》（上册），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323页。


� 有学者认为，多数决原则是民主程序之基本要求，不过，多数决定之立法并非一定是真理之实现，其仅是视误过程而已，因此有可能是错误，甚至是违宪的。参见郭德厚：《国会审查预算案所作决议之宪法界限探讨》，载《台北大学法学论丛》第52期，第6页。


� 有学者认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议会对财政收入行为的消极监督已被积极的引导职能所代替，议会还起到承担相应的经济政策的任务，昔日议会与政府之尖锐对立正逐渐消弥。参见周玉津：《财政学概要》，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196页。


� 熊伟：《公共财政、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载刘剑文主编：《财税法论丛》（第5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


� 参见杰佛瑞·布伦南，詹姆斯·M·布坎南：《征税权——财政宪法的分析基础》，冯克利，魏志梅译，载[澳] 布伦南、 [美] 布坎南：《宪政经济学》，冯科利、秋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4－199页。 


� 参见 [英] 戴雪：《英宪精义》，雷宾南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231－245页。


� 参见 [英] W·Ivor·詹宁斯：《法与宪法》，龚祥瑞、侯健等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11－220页。


� 参见陈新民：《国家的法治主义——英国的法治国与德国的法治国之概念》，载《台大法学论丛》第28卷第1期，第74页。其他学者的质疑和批评观点，参见张彩凤：《英国法治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1－192页。


� 如新自由主义者、经济学家哈耶克等学者，不仅阐明了一种“自生自发的秩序与规则”的文化进化的宏大社会哲学理论，而且，也讨论了构成这样一种社会“自由秩序原理”的自由和法治的重要性。参见其专著《通往奴役之路》、《自由秩序原理》、《法律、立法与自由》，等等。


� 张彩凤：《英国法治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9页。


� 参见 [英] M·J·C·维尔：《宪政与分权》，苏力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2页。


� 张千帆主编：《宪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6页。


� 参见许育典：《法治国》，载《月旦法学教室》2003年第7期，第40－45页。


� 参见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89－101页。


� 张越：《英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7页。


� 参见张越：《英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8－320页。


� 参见[英] W·Ivor·詹宁斯：《法与宪法》，龚祥瑞、侯健等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21－131页。


� 参见张馨：《比较财政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88页。


� 参见刘建飞、刘启云、朱艳圣：《英国议会》，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69页。


� [美]斯蒂芬·L·埃尔金、卡罗尔·爱德华·索乌坦：《新宪政论——为美好的社会设计政治制度》，周叶谦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页。


� [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253页。


� 张千帆：《宪法学导论》，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56页。


� 参见[日]北野弘久：《税法学原论》（第4版），陈刚、杨建广等译，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57－58页。


� 葛克昌：《租税国危机及其宪法课题》，载葛克昌：《国家学与国家法——社会国、租税国与法治国理念》，台湾月旦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119页。


� 参见黄俊杰：《税捐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6页。


� 参见黄俊杰：《税捐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


� 参见黄俊杰：《纳税人权利之维护者》，载黄俊杰：《纳税人权利之保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1页。


� [德] N·霍恩：《法律科学与法哲学导论》，罗莉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 [英] 弗里德利希·奥古斯特·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3页。


� [英] T·A·O·恩迪科特：《论法治的不可能性》，陈林林、傅蔚冈译，载《比较法研究》2004年第3期。


� 参见王名扬：《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04－207页。


� [美]詹姆斯·M·布坎南：《公共财政》，赵锡军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页。


� 参见漆多俊：《论权力》，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1期。


� 杰佛瑞·布伦南、詹姆斯·M·布坎南：《征税权——财政宪法的分析基础》，冯克利，魏志梅译，载[澳]布伦南，[美]布坎南：《宪政经济学》，冯克利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7页。


� 参见沈岿：《因开放、反思而合法——探索中国公法变迁的规范性基础》，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 参见沈岿：《因开放、反思而合法——探索中国公法变迁的规范性基础》，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 参见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上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1－207页。


� 参见梁上上：《利益的层次结构与利益衡量的展开——兼评加藤一郎的利益衡量论》，载《法学研究》2002 年第1期。


� 参见蔡茂寅：《财政作用之权力性与公共性——兼论建立财政法学之必要性》，载《台大法学论丛》第25卷第4期，第69页。


� [法]莱昂·狄骥：《公法的变迁·法律与国家》，郑戈、冷静译，辽海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53－54页。


� [法]莱昂·狄骥：《公法的变迁·法律与国家》，郑戈、冷静译，辽海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50－58页。 


� 参见[英]理查德·B.斯图尔特：《美国行政法的重构》，沈岿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63－168页。


� 参见[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05－107页。


� 参见汤德宗：《行政程序法》，载翁岳生主编：《行政法》（下册），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936－953页，第1070－1082页。


� 参见汤德宗：《行政程序法》，载翁岳生主编：《行政法》（下册），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082－1098页。


� 参见周佑勇：《行政法基本原则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8－271页。


� 参见蔡茂寅：《财政作用之权力性与公共性——兼论建立财政法学之必要性》，载《台大法学论丛》第25卷第4期，第55页。


� 参见刘剑文主编：《财税法学研究述评》，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09页。


� 有学者认为，财政法基本原则在于财政民主主义、健全财政主义和适当管理营运主义。其中适当管理营运主义包含预算总计主义、执行岁出约束、国家契约竞争、决算审计控制等四个方面。参见蔡茂寅：《财政作用之权力性与公共性——兼论建立财政法学之必要性》，载《台大法学论丛》第25卷第4期，第74－75页。


� 参见高鸿业主编：《西方经济学》（下册 宏观部分），中国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第584－587页。


� 参见王传纶、高培勇：《当代西方财政经济理论》（上），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80－184页。


� 参见张馨：《法治化：政府行为·财政行为·预算行为》，载《.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年第4期。


� 参见熊伟：《财政法基本原则论纲》，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4期。


� 杰佛瑞·布伦南、詹姆斯·M·布坎南：《征税权——财政宪法的分析基础》，冯克利，魏志梅译，载[澳]布伦南，[美]布坎南：《宪政经济学》，冯克利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3页。


� 参见邓子基主编：《比较财政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239－244页。


� 参见熊伟：《财政法基本原则论纲》，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4期。


� 参见Hinrich Julius：《国际上的预算法律原则》，载《预算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德国技术公司，2004年5月24－26日，中国成都。


� 参见[日]金子宏：《日本税法》，战宪斌、郑林根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71－75页。


� 参见董礼胜：《欧盟成员国中央与地方关系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页。


� 参见高鸿钧：《现代法治的出路》，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9－244页。


� [英] 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刚、廖申白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页。


� 西方财政经济理论上所称之公共收入原则为受益原则和支付能力原则的论述，可参见王传纶、高培勇：《当代西方财政经济理论》（上），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56－158页。


� 我国内地对财政收入分类的大致观点可以分为税收、费用和公债和国有资产收益等几类。也正如我们对法学意义上的财政收入分类的理解一样，涉及到财政权和财产权冲突与协调的主要是税收、费用和公债三类。以下的探讨也限于这三类。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费用指称在我国内地的研究还非常薄弱，连费用的基本含义和主要类别的区分还出于初级阶段。本章所述的费用概念，将引用德国法上的公课理论。申言之，公课则又分为租税公课和非税公课，非税公课则又分为规费、受益费和特别公课。规费是国家或其他公法人团体以特别公务服务为前提，为满足财政需求，依据公权力所课征的对等金钱给付义务。受益费则是公权力机关为满足财政需求，对建造、改良、增建营造物或公共设施的全部或部分费用，基于统治权而向受益者课予的金钱给付义务。特别公课目前还没有准确的概念界定，学理上一般指根据国家实施一定政策目标的需要，对于有特定关系的公民所课征的公法上负担，并限定其课征所得的用途。


� 各种定义各有其立足点和学科特质，所以仅从定义本身无法判断其优劣。具体税收之定义，参见刘剑文、熊伟：《税法基础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5页。


� 参见黄俊杰：《纳税人权利之维护者》，载黄俊杰：《纳税人权利之保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 参见刘剑文、熊伟：《税法基础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3－105页。


� 参见[日]北野弘久：《税法学原论》（第4版），陈刚、杨建广等译，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73－80页。


� 参见黄茂荣：《税捐法定主义》，武汉大学2004年海峡两岸财税法研讨会论文；葛克昌：《税法基本问题》，台湾月旦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127页。


� 实质课税原则源自于德国1919年制定的《帝国税捐通则》第4条，规定税法之解释应考虑其经济意义，其后1934年制定的《税捐调整法》第1条第2项之规定又建立了经济观察法之理论，再后1977年制定之《现行税捐通则》，未保留该条之规定，但通说并未因此而扬弃经济观察法，仍认为其系税法上的一项重要原则。


� 参见葛克昌：《综合所得税之宪法理论与问题——以大法官会议解释为中心》，载《台大法学论丛》第26卷第3期，第48页。


� 参见葛克昌：《量能原则为税法结构性原则——与熊伟台北对话》，载《月旦财经法杂志》2005年第1期。第93－103页。


� 参见黄俊杰：《实质课税原则对纳税人之影响》，载黄俊杰：《纳税人权利之保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6页。


� 参见[德] N·霍恩：《法律科学与法哲学导论》，罗莉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02－304页。


� 参见刘剑文：《关于我国税收立宪的建议》，载《法学杂志》2004年第1期。


� 参见刘剑文：《税收法治：构建法治社会的突破口》，载《法学杂志》2003年第3期。


� 费用界定之问题在我国行政法研究上也不甚完善，有学者将受益费等翻译和理解为税捐，尽管可以对税捐作高阶和广义的理解，但与我国台湾地区通用中文译法以及内地习惯相比较，此种译法似乎仍有待商榷。译文内容参见 [德]平特纳：《德国普通行政法》，朱林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1－189页。


� 参见葛克昌：《人民有依法纳税之义务——大法官会议解释为中心》，载葛克昌：《税法基本问题（财政宪法篇）》，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57页。


� 参见陈清秀：《税法总论》（第2版），台湾翰芦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70页。


� 参见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下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74页。


� Koch, Abgabenordnung, 3.Aufl., 1986, §3Rn. 14. BVerfGE 42, S.169; 13, S.214. Vgl. Tipke/Kruse, AO, §3Tz.15;Wolff / Bachof, Verwaltungsrecht I, 9.Aufl., 1974, §44Ⅱa;BVerwGE 12, S.166.转引自陈清秀：《税法总论》（第2版），台湾翰芦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70页。


� Klein / Orlopp, AO, §3Rn.6.BVerwGE26,S.305(308); BVerwG BB1990, S. 1867.Vgl. Kruse, Lehrbuch des Steuerrechts, S.40.Wolff / Bachof, Verwaltungsrecht I, §42Ⅱa. 转引自陈清秀：《税法总论》（第2版），台湾翰芦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71页。


� 郭庆旺：《关于使用费的若干基本问题》，载高培勇主编：《费改税：经济学界如是说》，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版，第298页。


� 葛克昌：《人民有依法纳税之义务——大法官会议解释为中心》，载葛克昌：《税法基本问题（财政宪法篇）》，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59页。


� 葛克昌：《国家与社会二元论及其宪法意义》，载《国家学与国家法——社会国、租税国与法治国理念》，台湾月旦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39页。


� 参见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29页。


� 尽管当前世界各国和地区均有特定目的税等与具有特定目的之受益负担和特别公课日益不能区分，如在我国也存在社会保障税与社会保障费的混同，但只要严格区分税与费之本质特征，其规制依然是可以明晰有效的。


�[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规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社1999年版，第220页。


�在我国财政实践中，纳入预算的政府收费可分为行政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关于政府性基金的定义，财政部《关于加强政府性基金管理问题的通知》（财综字[2000] 22号）的提法是，“本通知所称政府性基金，是指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根据法律、国家行政法规和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的规定，为支持某项事业发展，按照国家规定程序批准，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征收的具有专项用途的资金。包括各种基金、资金、附加和专项收费。”此种界定，要点有三：其一是该基金由政府机关依法定权限和程序征收；其二是该基金是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征收；其三是该基金是专款专用于支持某项事业的发展，形式可以是基金、资金、附加和专项收费。


� 参见辜仲明：《新兴财政工具作为环境行政规制手段之认知理性——以特别公课之发展及与租税、受益负担之比较为中心》，载《中国高校财税法教学改革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大学法学院，2004年4月17日，第276－277页。


� 参见辜仲明：《财政工具理性之研究——以特别公课课征界限为中心》，载《财税研究》第34卷第6期，第97页。


� 参见葛克昌：《人民有依法纳税之义务——大法官会议解释为中心》，载葛克昌：《税法基本问题（财政宪法篇）》，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63页。


� 参见葛克昌：《人民有依法纳税之义务——大法官会议解释为中心》，载葛克昌：《税法基本问题（财政宪法篇）》，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64－66页。


� 参见黄俊杰：《特别公课类型化及其课征正义之研究》，载《台北大学法学论丛》第50期，第129－142页。


� 参见葛克昌：《地方课税权与财政民主》，载葛克昌：《行政程序与纳税人基本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页。


� 参见黄俊杰：《特别公课类型化及其课征正义之研究》，载《台北大学法学论丛》第50期，第127－129页。至于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及行政法院的判例，以及由此对特别公课构成要件的归纳，参见张娴安：《特别捐（特别费）与特种基金制度》（上），载《辅仁法学》第12期，第4－48页。


� 参见辜仲明：《特别公课规范概念及基本原则之研究》，台湾中原大学财经法律学系2001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85－189页。


� 参见吴家声、张永河：《财政学》，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339页；李金桐：《财政学》（增订3版），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421页。


� 参见平新乔：《财政原理与比较财政制度》，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577页。


� 参见葛克昌：《租税国及其宪法课题》，载葛克昌：《国家学与国家法——社会国、租税国与法治国理念》，台湾月旦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93－114页。


� 参见蔡茂寅：《论公债的宪法课题》，载《现代国家与宪法》，台湾月旦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1410－1414页。


� 参见蔡茂寅：《论公债的宪法课题》，载《现代国家与宪法》，台湾月旦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1414－1418页；廖钦福：《宪法公债概念及基本原则之研究》，台湾中原大学财经法律研究所1999年硕士论文，第148－150页。


� 参见廖钦福：《宪法公债概念及基本原则之研究》，台湾中原大学财经法律研究所1999年硕士论文，第145－256页。


� 参见廖钦福：《论公债财政健全主义原则之基础理论及其实践之手段》，载廖钦福：《驯服于宪法秩序下的财政国家》，台湾翰芦图书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43－57页。另，也有学者对财政健全主义之额度上限和偿债基金设置的进行了宪法意义上的探讨。参见蔡茂寅：《论公债的宪法课题》，载《现代国家与宪法》，台湾月旦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1424－1431页。


� 参见廖钦福：《论公债财政健全主义原则之基础理论及其实践之手段》，载廖钦福：《驯服于宪法秩序下的财政国家》，台湾翰芦图书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57－77页。


� 参见廖钦福：《公债财政健全原则之研究》，载刘剑文主编：《财税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54页。


� 参见葛克昌：《租税国及其宪法课题》，载葛克昌：《国家学与国家法——社会国、租税国与法治国理念》，台湾月旦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127－135页。


� 关于财政赤字与公债法之关系，参见黄世鑫：《筑堤与疏浚——论公共债务法与财政赤字》，载《月旦法学杂志》第67期，第146－154页。


� 参见江必新：《紧急状态与行政法治》，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2期。


� 参见刘剑文主编：《财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


� 参见蔡茂寅：《迈向永续发展的国家财政》，台湾地区“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专题研究计画成果报告，1999年10月30日。





PAGE  

